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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經由反思批判「五四」以降，挪借西方「純文學」觀念以詮

釋、評價中國古代詩歌的偏誤視域；而轉向、提出「詩用學」的新視域，

揭開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所身處的「世界」。中國

古代士人階層極少「為作詩而作詩」，根本沒有「純文學」的觀念及產

物；詩，就是一種「社會文化互動行為」的特殊「語言形式」，因此「如

何用詩」才是他們創作詩歌的主要動機、目的；而非只為「背離實用」

的「純粹審美」而作詩。 

這個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所身處的「世界」，絕非西方

文藝心理學在理論上所說，一個沒有民族歷史文化性與區域社會性的實

質內容，而純粹只是背離實用、虛作直覺審美想像的心理世界。這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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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充滿著中國的民族歷史文化性與區域社會性，乃是一個多重層的「實

踐情境結構」。 

本論文的主題就是意在經由豐多的文本分析，以建置此一多重層

「實踐情境結構」的「世界」。整體系統非常複雜，本論文已做出完密

的展現。 

關鍵詞：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實踐情境結構、常態情境、
特殊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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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導出與解決的構想 

「五四」以降，由於追求現代化，一方面強烈的「反傳統」，一方

面狂熱的「接受西學」。這是眾所熟知，近百年的中國文化、社會變遷

潮流，千絲萬縷，盤根錯節，總體情境非常複雜；而層出不窮的論述也

多到不可勝數，無法也無須在此贅述。我們所要關懷的問題，只界定在

五四以降，中國古代詩學研究的主流取向，究竟能否因承、貼切於傳統

歷史文化語境；而又能轉出創新的詮釋視域及其話語系統，終而建構既

「現代化」又具「民族性」的知識型態？ 

所謂「反傳統」，雖然是很籠統而錯雜的文化意識形態；不過受到

新知識分子強烈批判、反抗的種種傳統文化負面現象，大體都指向論述

者所認定儒家思想表現於政治、教化、藝文各方面的腐皮爛肉朽骨，一

切罪咎都由儒家概括承受，因此所謂「反傳統」大抵就是「反儒家思想

傳統」。這種「反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態，投射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所展現出來的論述，就是凡與儒家思想扯上關係的文學觀念、創作、批

評，一概視為政教工具、封建毒素、社會進化障礙，有如殭屍骸骨，只

是沒有生命的「死文學」，缺乏「藝術性」或「文學性」。這類論述，

從「五四」以降，不斷衍伸、滲透到各種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

或零篇散論之歷代各家作品的實際批評，這已是人文學界熟識的常談，

無庸一一舉證。 

至於「接受西學」，當然也是各種西方學說、理論紛至沓來；其中，

與本論題直接相關的是美學與文學理論。首先，我們聚焦到蔣伯潛

（1892-1956）在《文體論纂要》一書中，論述到受西學影響的「新派文

體分類」，自晚清龍伯純（生卒年不詳）以降，蔡元培（1868-1940）、

高語罕（1887-1948）等學者，相沿成習的將中國古代的文體分為「實用

性」（或科學性）與「美術性」（或「藝術性」）二大類，而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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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框架。蔣伯潛並指出這樣的分類，和日本一般的「文學概論」，

其框架相同，例如武島又次郎（1872-1967）《作文修辭法》等，將詩歌、

小說、戲劇視為「純文學」，而與其他普通散文的「雜文學」相對立；

則清末以來的文體分類，顯然頗受日本漢學的影響；1而日本學者這種「純

文學」的概念，卻又是在明治維新時期，取自西學。 

稍後，郭紹虞（1893-1984）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於1934年由

商務出版，1947年又出版下冊。其中，關於「孔門的文學觀」，他的觀

點是：孔門的文學觀有著「尚文」與「尚用」兩種似乎矛盾的主張。本

於他論「詩」的主張，當然會有「尚文」的結論。可是，他同時又是注

重實際，注重實用的思想家，所以又注重「尚用」。尚文成為手段，尚

用才是目的。又關於六朝「文筆的區分」，他的觀點是：「文」是美感

的文學、情感的文學，指詩賦、兼及箴銘、碑誄、哀弔諸體，屬於「純

文學」一類的作品；「筆」是應用的文學、理智的文學，指章奏、論議、

史傳諸體，屬於「雜文學」一類的作品。2「純文學」與「雜文學」二分

的框架，至1987年，蔡鍾翔、黃保真、成復旺所合著《中國文學理論史》，

仍然沿用。3這一類論述框架，顯然是「尚用」與「尚文」、「實用性」

與「藝術性」、「純文學」與「雜文學」，截然二分，兩不相涉。詩，

被歸到「尚文」、「藝術性（或文學性）」、「純文學」那一大類，不

 
1 蔣伯潛（1892-1956），《文體論纂要》（臺北：臺灣正中書局，1979），

頁 46 至 68。龍伯純（生卒年不詳），《文字發凡》，桂林市廣智書局，1904
（清光緒 30 年）。蔡元培（1868-1940），〈國文之將來〉、〈論國文的趨

勢及國文與外國語及科學的關係〉二文，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

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三卷‧高語罕（1887-1948），
《國文作法》（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2）。武島又次郎（1872-1967），《作

文修辭法》（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明治 37 年］），與保科孝

一（1872-1955）《言語學》合刊。 
2 郭紹虞（1893-1984），《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4），頁 5、頁 13-15、頁 67-76。 
3 蔡鍾翔、黃保真、成復旺合著，《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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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實用性」；而所謂「藝術性（或文學性）」、「純文學」，這種概

念實取自西方的文學理論。 

其次，我們再聚焦到1920年代，日本學者鈴木虎雄（1878-1963）發

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首先提出「魏晉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

自覺時代」之說，從此中國文人就懂得從文學本身去看文學的價值。4魯

迅（1881-1936）曾留學日本，受到鈴木虎雄的影響，1927年在廣州夏期

的一場學術演講也跟著倡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

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5這一說法，顯然是

拾日本學者之牙慧；而將「為藝術而藝術」與「為人生而藝術」截然二

分，則是濺染到西學之唾沫。6然而，思潮之所趨，魯迅這一粗略空泛的

說法，竟然影響深遠，其後又衍生出「文學獨立」之說。「文學自覺」

伴隨著「文學獨立」就成為一個眾口喧騰的議題；與此一議題相關的論

 
4 鈴木虎雄（1878-1963）這一篇論文，原發表於《藝文》雜誌，其後收入 1924

年所出版《中國詩論史》。臺灣有洪順隆譯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2）；大陸有許總譯本（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5 魯迅（1881-1936）的講題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其記錄

稿原發表於《國民日報》副刊〈現代青年〉，改定稿 1927 年 11 月發表於

《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號。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1），卷三。 
6 在西方，「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有其文藝思想發展歷程的因素條件，不

能直接移植、套用到中國魏晉時期，以解釋當時的文藝創作趨勢及其觀念。

西方從古希臘到十九世紀，文藝必須具有道德教化的功用，這種思想一直

是主流。及至十九世紀，法國興起浪漫主義的文藝創作趨勢及思潮，囂俄

（或譯為雨果，V. M. Hugo, 1802-1885）首先提出「為藝術而藝術」這句口

號，後續由高第頁（P. J. T. Gautier, 1811-1872）將它做為正式主張，以反

對傳統為道德而藝術的觀念，而認為「藝術獨立自主」、「藝術不是一種

工具，它自身就是目的」、「美就是藝術的功用」、「一件東西有用便不

美」，由此而逐漸產生一種文藝運動、思潮，從法國傳播到德國，又傳播

到英國，而形成「唯美主義」。復經康德到克羅齊的唯心主義美學建立體

系性的理論，影響更為深遠。參見朱光潛（1897-1986），《文藝心理學》

（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頁 109-111。魯迅對如此複雜的西方文藝

思潮及美學理論並無精深研究，隨口沾些西學的唾沫，撿了這個話頭，粗

略空泛而不切魏晉時期的文學實況，卻產生那麼大的影響，這只能說時勢

所趨，一人偶語，就眾聲喧嘩，百口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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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專書及期刊論文，至今已出現一百多種。71930年代之後，甚至延伸

到1990年代，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一類的著

作，還不斷複製這樣的謬說，例如劉大杰（1904-1977）《中國文學發展

史》、8胡雲翼（1906-1965）《中國文學史》、9馬積高（1925-2001）與

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10羅根澤（1900-1960）《中國文學批評

史》、11王運熙（1926-2014）與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12等。

一種不經考察論證的謬說，竟然幾十年沒有人提出反思批判而轉相承

 
7 黃偉倫，《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其

附錄一、二，頁 463-481。截至 2005 五年，黃偉倫撰成此書，經過統計，

已發表一百三十餘種相關論文。此後，仍有學者毫無反思的複製相同的說

法，至今恐怕不只這個數目。 
8 劉大杰云：「中國文學發展到魏、晉……這期的文學，形成一種自覺運動，

重視文學的價值和社會地位……文學漸漸地成為獨立的藝術。」參見劉大

杰（1904-1977），《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1977），頁 227。
此書上冊，初版 1941 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9 胡雲翼云：「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期。」又云：「魏晉南北朝是

純粹美文學的發展期。這時期的文學，不以載道、不以致用，不陷於淺薄

的功利主義，而朝著藝術至上主義的路進展。……別的時代絕不如魏晉南

北朝是一個純文學的活動期。」參見胡雲翼（1906-1965），《增訂本中國

文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3），頁 69、71。此書初版，1931 年由上

海教育書店印行。 
10 馬積高、黃鈞云：「建安作家對文學價值的新的體認，作家間以詩文相互

競爭又相互切磋的文學批評風氣的形成，包括曹丕把文章當作『經國之大

業，不朽之盛事』，確實表現出高度的『文學自覺』精神。」參見馬積高

（1925-2001）、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8），冊 1，頁 320。此書初版，1992 年由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印行。 
11 羅根澤云：「……至建安，「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才造成文學的

自覺時代。……阻止文學獨立，壓抑文學價值的，是道德觀念與事功觀念。」

參見羅根澤（1900-1960），《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龍泉書屋，1979），

第三篇第一章，頁 136、138。 
12 王運熙、楊明云：「魏晉時期……由於儒學中衰，儒家思想（包括文藝思

想）對文人頭腦的束縛鬆弛了，於是文學不再僅僅當作政教的工具和附庸，

它本身的審美作用被充分肯定。」參見王運熙（1926-2014）、楊明，《魏

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一章，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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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對於「文學自覺」及「文學獨立」之說，幾年前，我已進行反思批

判，詳切的論證其誤謬，13在這裡不再贅述。 

復次，我們再聚焦到西方十八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前期，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以降，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

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席勒（E. Schiele, 1890-1918），

與影響所及的克羅齊（B.Croce, 1866-1952）等古典唯心主義美學，以及

李普斯（T. Lipps, 1851-1914）、浮龍李（Vernon Lee, 1856-1935）、谷

魯司（K. Groos, 1861-1946）、閔斯特保（H. Münsterberg, 1863-l9l6）、

布洛（E. Bullough, 1880-1934）等實驗心理學派的美學，蔚為主流。這

一路數的美學，其關鍵概念是審美主體的感性直覺、審美客體的表象形

式、美必背離功利實用、內模仿與感情移入、審美對象孤立、審美心理

距離。這些西方美學理論，1930到1960年代，經由朱光潛（1897-1986）

的譯介，遂傳播開來，影響深遠；14而當時正逢中國追求現代化之際，

乃適時的影響到新文學觀念的美學基礎之建立。 

大陸學界所流行的美學，1949年之前，以朱光潛所譯介的唯心主

義、形式主義、實驗心理學的美學為主。其後，四○年代，才有蔡儀

（1906-1992）以馬克斯唯物主義為基礎的《新美學》，對唯心主義美學

 
13 顏崑陽，〈「文學自覺說「與「文學獨立說」批判芻議〉，原刊《慶祝黃

錦鋐教授九秩嵩壽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公司，2011），收入顏崑陽，

《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6），頁 223-246。 
14 朱光潛（1897-1986），《文藝心理學》，此書初版發行於 1930 年代，介述

西方實驗心理學派李普斯、浮龍李、谷魯司、閔斯特堡、布洛等各家的美

學。另外，朱光潛更全面的介述整個西方的美學史，康德等古典唯心主義

美學也傳播到中國來，可參見朱光潛最重要的美學著作《西方美學史》（臺

北：漢京文化公司，1982），下冊，第三部分，甲〈德國古典美學〉，第

十二至十五章，頁 3-163；乙〈其他流派〉，第十八、十九章，頁 246-302，
此書初版發行於 1960 年代。臺灣翻印流傳已是 80 年代。因此，早期影響

台灣中文學術的西方美學，主要還是《文藝心理學，以及克羅齊著、朱光

潛譯，《美學原理》（臺北：正中書局，1947），再加上朱光潛一本小書

《談美》（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此書初版於 1932 年發行。朱光

潛所譯介這些唯心主義、形式主義以及實驗心理學的西方美學，對近現代

有關中國古代詩歌的批評、研究，其影響頗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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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批判。五○年代，李澤厚（1930-2021）也以「歷史唯物論就是實踐

論」的觀念為基礎，提出「歷史積澱說」的美學理論。因而於五○、六

○年代引發中國美學大論戰，迫使朱光潛的美學理論從「唯心主義」向

「心物關係說」修訂。15不過，長遠觀之，朱光潛所引進一系的美學，

並沒有完全消退影響力，大陸學界到1980年代，更掀起文藝心理學的論

述熱潮，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金開誠《文藝心理學論稿》、16彭立勛《美

感心理研究》、17陸一帆《文藝心理學》、18滕守堯《審美心理描述》19等。

延伸到1990年代，餘波猶見童慶炳《藝術創作與審美心理》、20邱明正

《審美心理學》、21胡山林《文藝欣賞心理學》22等。這些都是朱光潛所

引進西方心理學系統之美學理論的遺緒，綿延未絕。 

綜合上述近現代的學術趨勢、情境觀之。「五四」以降，古代的文學

批評及研究，其主流大致固著在「純粹審美／政教功用」、「純文學／雜

文學」、「藝術性／實用性」這個截然二元對立的框架，而形成數十年

不變的詮釋視域與評價基準，可視為「五四知識型」其中文學批評及研

究的主要模式。23二十幾年來，我對這種文學批評及研究模式，持續提

 
15 趙士林，《當代中國美學研究概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16 金開誠，《文藝心理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 
17 彭立勛，《美感心理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18 陸一帆，《文藝心理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5）。 
19 滕守堯，《審美心理描述》（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 
20 童慶炳，《藝術創作與審美心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 
21 邱明正，《審美心理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22 胡山林，《文藝欣賞心理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 
23 「知識型」（Épistème）是法國哲學家傅柯（M. Foucault, 1926-1984）《詞

與物》一書的核心概念。他考察了文藝復興、古典主義以及近現代幾個歷

史時期所建構的知識，發現在同一個歷史時期之不同領域的科學話語之

間，都存在著某種「關係」。那就是在同一歷史時期中，人們對何謂「真

理」，不同科學領域的話語，其實都預設了某種共同的本質論及認識論，

以做為基準及規範，從而建構某些群體共同信仰的真理，以判斷是非，衡

定對錯。「知識型」指的就是這種不同科學之間，本質論與認識論的集合

性關係，也就是西方某一歷史時期人們共持的思想框架。當歷史時期遷移

了，前一歷史時期所以為「是」的知識就不一定理所當然的「是」，更可

能變成「非」了；也就是歷史遷移到一個社會文化因素、條件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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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批判。就古代詩學而言，我已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這一詮釋視域與評價

基準的特徵，就是將詩歌孤立在古代人們社會文化生活之外，看作是一

種「靜態化」的有機性語言形構，而藉由聲律與意象引發讀者審美經驗

的客體；必須是「無關實用」而以表現「自身之美」為目的之詩，才是

藝術性的「純詩」，當然也才是有價值的好詩。因此，作品本身之聲律、

修辭、結構、意象的技巧與美趣是詮釋的重要主題。這就是學界一般所

謂「內部研究」；至於，一碰觸到詩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尤其事涉政治、

道德，這種被學界認為「外部研究」的問題，站在「純粹審美」觀點而

致力於「內部研究」的學者，往往只需幾句話就可將問題排除掉：「以

詩為實用工具，缺乏藝術性！」24 

那麼，這個中國古代詩學研究的主流取向，其所固持的詮釋及評價

的框架，究竟能否因承、貼切於傳統歷史文化語境，而又能轉出創新的

詮釋視域及其話語系統，終而建構既「現代化」又具「民族性」的知識

型態？這個問題，我們大體宏觀的回答是：在這一詮釋及評價的框架觀

看之下，中國古代詩歌所本具的民族文化性、士人階層存在經驗的政教

性、社會性，完全被排除不見，就只剩語言形式結構的所謂「藝術性」；

然而，我們應該要有正確的觀念，詮釋歷史不同於個人的理論創構，必

須承認、尊重相對客觀之歷史他在性的經驗事實。因此，這種從西方移

植過來的詮釋及評價框架，是否能相對客觀有效的詮釋中國古代詩歌整

全的意義？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反思批判，並進行相對詮釋有效性的典範

重構。 
 

時期，人們對「真理」的判斷，其本質論的假定改變了，認識論的規範也

改變了，知識的確切性就跟著改變了；因此，知識才有不斷發展的可能，

而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就有不同的「知識型」。參見傅柯著，莫偉民譯，《詞

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三聯書店，2001）。「五四知識型」

有何特徵？參見顏崑陽，〈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現代」？如何「當代」？〉，

收入顏崑陽，《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

的圍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頁 75-78。 
24 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收入顏崑陽，《反思批判

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6），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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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二十幾年來，我在反思批判「五四」以降，這一「純粹審

美」的詩學以後，破而能立，做出「詮釋視域」的轉向，另外提出「詩

用學」的創新視域；「詩用學」又稱為「社會文化行為詩學」。假如我

們能經由歷史想像，而「情境回歸」到古代士人階層的社會活動場域中，

將可發現「詩」無所不在，士人階層普遍將它當作特殊的言語形式，「用」

於各種社會「互動」行為。因此，「詩之用」是中國古代既普遍又特殊

的社會文化現象。依此而言，在中國古代，「詩」不只是一種文學「類

體」，而且更是一種不離社會生活的「文化」現象或產物，可稱為「詩

文化」。在「詩用學」的系統性理論中，我們的基本假定是：「用詩，

是中國古代知識階層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行為方式；而詩，就是這種行

為方式的中介符號」。25。 

在人類的文化存在情境中，一切與文學有關的活動，其「總體情境」

必備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大要素。26這四大要素及其相互依存的

關係，總體觀之，只是一個形式意義的模型。至於每個要素的實質涵義

以及各要素的優位性，則是隨著不同理論系統的語境而有其差異。本文

所要處理的是中國古代「詩用語境」中的「世界」，分析其中包涵哪幾

種層次與面向的文化情境或社會情境。其意旨不在於挪借西方理論，用

以解決中國古代詩歌活動總體情境中的「世界」問題；而是從中國古代

士人階層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經驗現象，經由直接文獻，針對士人

階層實際存在的文化傳統所形塑的文化情境，與社會關係所形塑的社會

情境，進行分析詮釋與綜合建構，而揭顯他們所身處經緯交織的整體情

境，也就是士人階層實踐「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所共在的「世界」。在

這共在的世界中，士人們以此為基礎，以進行一次又一次「詩式社會文

化行為」的「互動事件」。 

 
25 同前註，《反思批判與轉向》，頁 252-253。 
26 艾布拉姆斯（M.H.Abrams）著，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合譯：《鏡與燈》

（The Mirror and the Lamp）（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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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一個籠統的整體性概念，落實在中國古代士人階層之「詩

式社會文化行為」，其實踐歷程究竟立基於那些層次與面向的「情境」，

各層次面向的情境有何實質涵義？又以什麼關係連接為整體性的「結

構」，以做為「詩式社會文化行為」之得以實踐的情境基礎？這些問題

必須再進行精密的「分析」，以明各層次面向之「情境」的實質涵義，

並進而綜理各層次面向的連接關係，以建置完整的「結構」而呈現「詩

用」文化的「世界」圖像；這正是本文的焦點議題。 

二、實踐情境的層次面向及其結構性關係 

首先，界定「情境」（situation）一詞的涵義。從社會學而言，「社

會情境」（social situation）之義不同於「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

「社會環境」指的是社會由種種客觀制度或物質條件所構成群體的共同

處境；「社會情境」則是被行為者所感知並主觀定義的活動境域，故美

國社會學家湯瑪斯（W. I. Thomas, 1863-1947）等，提出「情境定義」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之說。人們的社會行為不是簡單而機械的「刺

激―反應」，乃是在接受到一個訊息而做出「反應」之前，必先經由

對處境做出主觀感知而加以定義。這樣的「情境定義」又可區分為二個

層面，一是由社會化過程所習成，依文化模式形塑之相對客觀「價值標

準」所定義的「典型情境」，是群體共在的情境；二是由個人相對主觀

之「態度」所定義的「特殊情境」，其實質內涵因個人定義而有其差異；

這兩者有時處在「和諧」狀態，有時處在「衝突」狀態。27 

接著，我們提出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是在什麼

樣的「世界」中「實踐」？而「世界」並非是一個完全客觀而由制度或

物質條件構成的處境，它是士人階層經由文化教養而習成，主觀感知並

依共識性的「價值標準」所定義的「典型情境」，我們稱它為「常態情

 
27 宋林飛，《社會學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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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同時相對於「常態情境」，在某一次行為之「實踐」時，也會產

生由個別行為者因依其立場、動機、目的所定義的「特殊情境」，它也

是構成「世界」的一個層次面向。不管「常態情境」或「特殊情境」，

都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在「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過程

中，「動態」的存在；「動態」可隨著「行為當下之機」而「應變」；

但是，雖「變」而仍維持其「穩定」的「結構」，故稱為「實踐情境結

構」。 

在上述所界說「實踐情境結構」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

士人階層之「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有哪幾個層次面向？

各層次面向以什麼「關係」連接為「結構性」的總體情境？ 

針對這一問題，我們經由相關典籍文本通觀性的理解，所獲致總體

的認知是：士人階層群體共在的「常態情境」，其上下層次有三：上層

為「和文化情境」；中層分為「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境」與「詩

文化情境」三個面向；下層分為「教化社會情境」、「諷諫社會情境」、

「通感社會情境」與「交接社會情境」四個面向。 

至於個人的「特殊情境」總謂之「事件情境」。「事件」為單次發

生，隨著「互動行為」之雙方所抱持的立場、動機、目的而有不同的「情

境定義」，相對比較沒有客觀性的共同價值標準，故為「特殊情境」。 

上述各層次面向的實踐情境連接為有機性的「結構」，就形成古代

士人階層「詩用」的「總體存在情境」，而展現特殊涵義的「社會文化

世界」，完全不同於一般「純文學創作」所標舉的直覺審美、想像的「心

理世界」。 

古代士人階層「詩用」的「總體存在情境」，展現特殊涵義的「社

會文化世界」，乃是通觀所獲致總體情境的認知；至於各層次面向之「情

境」的實質涵義，以及它們之間的有機性結構，就必須逐一微觀的分析

詮釋，再加以綜合而構成系統。我們就將本文的論題加以「問題化」，

提出一組多個具有邏輯關係的問題：什麼是「和文化情境」，即其實質

涵義是什麼？什麼是「禮文化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什麼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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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什麼是「詩文化情境」，即其實質

涵義是什麼？而「和文化情境」與「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境」與

「詩文化情境」有何上下層次的結構關係？禮、樂與詩三種文化情境有

何同一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什麼是「教化社會情境」，即其

實質涵義是什麼？什麼是「諷諫社會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什

麼是「通感社會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什麼是「交接社會情境」，

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而這四個「社會情境」與上述二層次的「和文化

情境」與詩、禮、樂三種文化情境有何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這一層

次的四個「社會情境」又有何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而這些都是我們

必須逐一分析詮釋而給予明切回答的問題。 

三、什麼是「和」？什麼是「和文化情境」？ 

首先，我們必須問明：「和」一詞究是何義？其義甚為複雜，可選

擇與「和文化」貼切關係者，其義如下，《說文》云：「咊，相應也，

从口禾聲。」則「和」本作「咊」，从「口」得義，原指二種以上的「聲

音」相應，《廣韻》云：「和，聲相應。」聲相應，則二種以上的「聲

音」必不彼此衝突、相互排斥；若由「聲相應」引申其義，則可謂二種

以上的事物，彼此不相衝突、排斥，故《左傳‧文公十八年》云：「宣

慈惠和。」杜預（222-285）注云：「和者，體度寬簡，物無乖爭。」28

所謂「物無乖爭」，就是「和諧」之義，《廣雅‧釋詁三》：「和，諧

也。」和諧，則事物雖分而為二，甚至眾多，卻可融合為一個「整體」，

故「和」又有「合」之義，《禮記‧郊特牲》：「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穎達（574-648）疏云：「和，合也。」29 

 
28 春秋‧左丘明（西元前 556-452）著，晉‧杜預（222-285）注，唐‧孔穎

達（222-285）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

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1973），卷二十，頁 353。 
29 漢‧戴聖（生卒年不詳）傳，漢‧鄭玄（127-200）注，唐‧孔穎達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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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詞本義是「聲相應」，將這涵義使用以描述文化產物的本

質及其功能，最為足義者是《尚書‧舜典》這一段文本：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30 

孔安國（西元前165-74）傳云：「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

律謂六律、六呂。……言當依聲律以和樂」。」31六律是陽聲黃鐘、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是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

仲呂、夾鐘。其中隱涵著陰陽二元對立，卻又和諧互濟的理則。而六律、

六呂是音高，五聲是音階，乃是「多元並立」的存有物。以每一音高為

基準，都可用五聲音階規律的交錯、組合，構成定調而「和諧」一體的

曲式，是謂「律和聲」。而和諧的曲式，必須依賴「八音」演奏出來；

「八音」是八種樂器，即金（鐘）、石（磬）、絲（絃）、竹（管）、

匏（笙）、土（壎）、革（鼓）、木（柷敔），各有宏細、短長、剛柔、

強弱、清濁，不同的音質，這也是「多元並立」的存有物。在「大合樂」

時，必須彼此相應，各自守分，而不相互「乖爭」，才能表現為「和諧」

一體的曲風，是為「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者，合宜的分位及秩序。

八種樂器合奏，是為「大合樂」，各樂器都要恪守交響互濟的合宜分位，

而不能爭先奪強，破壞秩序，才能表現整體的「和諧」。因此「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就是異質事物多元並存而不互相排斥，並形成整體的和

諧。至於為什麼這樣和諧的樂曲能產生「神人以和」的效用？後文再詳

細討論。 

 
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1973），

卷二五，頁 484。 
30 漢‧孔安國（西元前 165-74）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

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1973），卷三，頁 46。
按：今本古文《尚書》，〈堯典〉與〈舜典〉為二。清代閻若璩（1636-1704）
《尚書古文疏證》已考證而斷定二篇原本為一，至南朝齊明帝時，被姚方

興所橫斷為二。 
31 同前註，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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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異質事物二元對立或多元並存而不互相排斥或強為統一，

以形成和諧的整體。這種觀念早在先秦時期，思想家們就提出「辨和同」

的論述。《論語‧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何晏（195-249）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

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32君子所見各異，卻因其心「和」

而能相互尊重、包容，不互相排斥或強制他人以同己；相對的，「同」

則消除異己以得統一。又《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子為齊景公「辨

和同」之義。齊景公認為：「惟據與我和乎!」據，是佞臣梁丘據，對景

公一味逢迎，不敢異議諫君，以獻替可否；故晏子（西元前578-500）不

同意景公讚許梁丘據「與我和」，而批評「據亦同也」。因此齊景公問：

「和與同異乎？」晏子就以飲食烹調以及樂曲演奏做為譬喻，為景公解

釋「什麼是和」，云：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

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

以平其心，心平德和。33 

飲食烹調與樂曲演奏都是日常可經驗之事，其理顯而易知；故晏子

持以譬喻，揭明「和」的情境及其道理。水，水分；火，火侯。醯，醋；

醢，肉醬，此處當指醬料。飲食烹調之「和」，乃是善用水分、火侯，

 
32 魏‧何晏（195-249）注，宋‧邢昺（932-1010）疏，《論語注疏》（臺北：

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1973），卷一三，頁 119。 
33 春秋‧左丘明著，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

九，頁 85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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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調和醋、醬、鹽、梅各種滋味元素，謂之「齊之以味」，而原則就是

「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其中某一滋味不足者，增補；某一滋味太過

者，泄減。總之，必須將多元因素調和到最適分，使之融合為最完善的

整體，這就是「和」。樂曲的演奏，其理亦然。依據杜預、孔穎達的解

釋：一氣，「氣是作樂之主……人作諸樂，皆須氣以動」；二體，「舞

者有文武」，也就是文舞與武舞二種身體姿態；三類，「樂以歌詩為主，

詩有風雅頌，其類各別」；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器指金石

絲竹等樂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

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

諧會，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以八節而至；但八方風氣，寒

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六府三事

謂之九功」，六府指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指正德、利用、厚

生。34從以上的論述而言，樂曲之「體」的構成，因素非常多元，卻必

須「相成」，杜預集解云：「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35至於此

「體」之「用」而成樂，更必須聲音之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

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各種二元對立辯證的質量，彼此「相

濟」。如此，各種異質事物二元對立或多元並存而不互相排斥或強為統

一，以形成整體和諧的音樂，所產生的效果則是「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心平德和」。 

這種音樂之「和」的觀念，其後總成為《禮記‧樂記》的體系性理

論，其中心觀念就是「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樂

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36「和」即是樂之「體」、

樂之「本質」；而「百物不失」、「百物皆化」，即是樂之「用」、樂

之「功能」。 

 
34 同前註，頁 859-861。 
35 同前註，頁 861。 
36 《禮記注疏》，卷三七，頁 66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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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我們可以認明「和」的基本概念就是：各種異質事物二

元對立或多元並存而不互相排斥或強為統一，以形成和諧的整體。同

時，由歷史語境也可以理解到從先秦開始，先哲即為中國文化建立了以

「和」為理想、為本質的精神。而且，此一以「和」為文化的理想、本

質精神，乃是儒道的共法，其實質內涵意義雖然儒道有別；但基本觀念

卻大體一致。 

中國古代士人階層共持的宇宙觀與人文世界觀，也就是士人階層對

於萬物，包括「人」在內，所建構「存在秩序」之「情境」的「理想圖

像」，就是「和」。此一「理想圖像」，並非全出於空想，而是遠古先

哲置身於生命存在的世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37由此體悟而得；並從體悟「天道」而致用於「人道」。那麼，

天道有何奧妙之象之理，可以啟發人們創造文化而建構生命存在的理想

之境？先哲洞察萬物雖然紜紜雜陳、紛紛變化，卻始終維持一陰一陽之

二元對立而和合統一的常境，或多元並立而各在其自己之渾然和諧的整

體，此之謂「大和」或「天和」、「天地之和」。 

《周易》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宇宙觀與人文世界觀，儒道思想有些基本

觀念都與《周易》相關聯。《周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38陰

與陽乃宇宙間二種性能對立的元質，隱然有一超越又內在之本體發用流

行，使之相生和合而致物物生生不息，並因此實現為萬象，體用相即不

離，這就是「道」。 

《周易‧乾‧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

貞。」39什麼是「乾道」？《周易‧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孔穎達疏云：「道體無形，自然使物開通，謂之為道；言乾卦之

 
37 魏‧王弼（226-249）、韓康伯（生卒年不詳）注，唐‧孔穎達疏，《周易

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1973），

〈賁卦〉，卷三，頁 62。 
38 同前註，卷七，頁 148。 
39 同前註，卷一，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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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自然通物，故云乾道。」40「乾道」即是「天道」，萬物資始、創

生的根源之因；而落實於人文世界，人為三才之一，直觀天道而明「參

贊化育」之理，即是「人道」。「和」是二元對立而和合統一，或多元

並立而各在其自己之渾然和諧；「大和」是無偏無失，完滿極至之「和」，

即「天地之和」。 

「乾道」既是「天道」，同時也是「人道」，何以能「保合大和」？

據王弼注云：「靜專動直，不失大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41「靜專

動直」就是乾道的變化，故《周易‧繫辭上》云：「夫乾，其靜也專，

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42什麼是「大生」？孔穎達疏解〈乾‧彖〉云：

「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稱『大』也。」43

「大生」也就是萬物普遍資取「乾道」做為生命之根源，而各得創生，

各適性分，以至生生不息。故〈繫辭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44〈繫

辭上〉亦云：「生生之謂易。」45「乾道」不管是在「天」或在「人」，

其動靜變化之用，都是能使萬物「各正性命」。正，是不偏邪，完善無

虧。性，是天生之氣質，如剛柔、清濁；命，是人所稟受之遇合，如貴

賤、壽夭。「各正性命」則萬物各依天生稟受之氣質遇合，純不偏邪，

完善無虧的盡性因命而生生不息，因此能「保合大和」，此即「一陰一

陽之謂道」。天道如此，人道之自我貞定以及參贊化育亦是如此。準此，

「大和」乃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共持的宇宙觀與人文世界觀，也就是士

人階層對於萬物，包括「人」在內，所建構「存在秩序」之「情境」的

「理想圖像」，是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 

 
40 同前註，卷一，頁 10-11。 
41 同前註，卷一，頁 10。 
42 同前註，卷七，頁 149。 
43 同前註，卷一，頁 10。 
44 同前註，卷八，頁 166。 
45 同前註，卷七，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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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陰陽和合的觀念，在道家的思想中，做了更為明白的闡釋。《老

子》第四十二章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46負、抱都是

「具有」的意思。沖，《說文》云：「涌搖也。」引申為「激盪」，則

「沖氣」乃陰陽二氣相互激盪，而激盪的結果不是分裂散落，而是融合

為一，萬物因之而生焉，是謂「和」。這種宇宙觀，《莊子‧田子方》

所述更為明確，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47重要的是「兩者交通成和」，陰與陽都不

能孤立而生而存而在而化，必須經由彼此動態性的「交通」而形成「和」

的動態性關係，萬物由此而生，這就是「天地之道」；則天地之道，以

「和」為「用」而顯其「體」。 

客觀宇宙萬物的生息變化如此；而人乃萬物之靈者，與天道同其德，

而德的本質就是「和」，故《莊子‧德充符》云：「遊心乎德之和。」48

這「德之和」既是「萬物皆一」的天道之「和」，同時也是人本具之「德」

能「內保之而外不蕩」，因而得以「遊心」在「渾和一體」的天地間；

遊，是「逍遙遊」自由無限之「遊」，故〈德充符〉云：「德者，成和

之修也。」49然則，「德之和」乃是「天」與「人」主客合一的境界，

也就是《莊子‧齊物論》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50，

泯除物我之分而「渾和一體」的境界，故此「一」可稱為「渾一」；「渾

一」不是以「我」為主宰以消除萬物本性的「統一」；而是無尊卑貴賤

的價值分別，物物自生自在自化而渾然一體的境界，這就是「天和」。

然而，在「後文化」的人類世界中，這種境界並非「現成」；而是主觀

內在的德性，必須經由修養以滌除私情成見，才能自覺而朗現為「虛靜」

 
46 魏‧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收入樓宇烈（1934-），《老子周易校釋》

（臺北：華正書局，1981），下篇，頁 117。 
47 戰國‧莊周（生卒年不詳）著，清‧郭慶藩（1844-1896）集釋，《莊子集

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卷七下，頁 712。 
48 同前註，卷二下，頁 191。 
49 同前註，卷二下，頁 214-215。 
50 同前註，卷一下，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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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靈心，以洞觀天道包納萬物之「和」而同其「和」，故《莊子‧天道》

云：「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夫明

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51所謂「與天和者」

就是「天和」，《莊子‧庚桑楚》:「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唯同乎

『天和』者為然。」52一個人能「同乎天和」則順逆不攖其心。 

道家思想所開顯的「和」境，於天而言，是萬物渾然一體的「天和」

境界；於個人而言，則是經由致虛守靜所朗現的「心和」境界。這二者

相生共顯，以「心和」靜觀萬物之自生自在自化，而洞明「天和」之境；

復由「天和」之境反照自身，而澄澈「心和」之境。二者循環相生，共

顯主客合一的「渾和」境界。 

那麼，儒家思想所開顯的「和」境，又是如何？基本原則，孔孟儒

學不直接論述超越的「天道」，乃「下學而上達」，從「人」而及於「天」；

故開端即由道德心性修養、人倫日用實踐做起，《禮記‧中庸》云：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53 

〈中庸〉所論「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與上述《周易‧乾‧彖》

所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實有其相通之理。天者，道

體，宇宙萬有之創生、存在而變化不息之根源。其「大德」就是《周易‧

繫辭傳》所謂「生生」，涵具「至善」的理想價值，故〈中庸〉云「誠

者，天之道。」54命者，賦予。天道發用流行，既創生萬有而又賦予本

性，故云「天命之謂性」；人之「本性」當然是「天道」所賦予，故與

天道同其體，性體即道體，則性體也涵具「至善」的理想價值。雖然萬

有皆由天道賦予本性；但是，人與物的差別就在於人有「自覺心」，能

 
51 同前註，卷五中，頁 457-458。 
52 同前註，卷八上，頁 815。 
53 《禮記注疏》，卷五二，頁 879。 
54 同前註，卷五三，頁 894。 



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 21

自覺此一「內在」而與天道同體之「本性」；故於人而言，天道既超越、

獨立而又內在其自身之「本性」。率者，循行；自覺而循此「本性」而

行，即是「道」的實現，即是「至善」理想價值的實現，故云「率性之

謂道」。 

至善之「本性」乃天所賦予，從理想而言，「率性」即是「道」；

然而，從現實而言，人都有情欲，所言所行不免偏私，未必能實現天命

之性；故必須「修道」，才能自覺其性而盡其性。不過，人有資質之差

異，〈中庸〉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55「生

而知之」即是《孟子‧萬章》所謂先知、先覺者，56也就是〈中庸〉所

稱「自誠明，謂之性」的聖人，57朱熹集注云：「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

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58則如堯舜之聖，其性受之於

天；但「率性」而為，即自然合道。而聖人以下之賢人君子則是「學而

知之」者，甚至有「困而知之」者，這就是〈中庸〉所稱「自明誠，謂

之教」，59朱熹（1130-1200）集注云：「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

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60生知之聖人既「率性」而明乎天道，

則必垂文以設教，而化成天下之士，故云「修道之謂教」。這也就是《孟

子‧萬章》所謂「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61。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然則

什麼是「中」？喜怒哀樂是「情」，「情」因何而生？最一般性的通說

是：內在之「性」外感於「物」而動，就產生喜怒哀樂之「情」，故《荀

 
55 同前註，卷五二，頁 888。 
56 戰國‧孟軻（西元前 372-289）著，漢‧趙岐（108-201）注，宋‧孫奭（962-1033）

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

本，1973），卷九下，頁 170。 
57 《禮記注疏》，卷五三，頁 894。 
58 《中庸章句》，頁 20。參見宋‧朱熹（1130-1200），《四書集注》（臺北：

學海出版社，1979）。 
59 《禮記注疏》，卷五三，頁 894。 
60 《中庸章句》，頁 20 頁。參見宋‧朱熹，《四書集注》。 
61 《孟子注疏》，卷九下，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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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正名》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62《禮記‧樂記》亦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

形焉。」63是則性靜而情動，性體而情用。情之動、情之用，必有外物

感之；而或喜或怒或哀或樂之情，必向一方偏倚，就不可謂之「中」；

情未發之「中」，乃天命之「性」未感於物，其原本安靜而不偏不倚之

「體」。故朱熹集注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所

偏倚，故謂之『中』。」 

朱子之說已得「中」義，現代有學者引證下文「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將「中」解釋為「超越的道體」，更自鑄「中體」一詞以名

之，64這就不免過度詮釋。喜怒哀樂之未發，文脈明白指的是「內在」

之本性，沒有「超越」的道體之意。「大本」也未必要從超越的「道體」

說；超越的「道體」未經由人之「率性」、「修道」，其自身不能成為

「天下之大本」；從超越的道體說「大本」，顯然還停滯在形上學抽象

的理論。〈中庸〉之學的主要意義不在形上學的抽象理論，而在政教的

實踐。「致中和」而開顯「和」境，最關鍵就是「如何而致」？必然由

道德心性修養做起，因此「天命之謂性」雖是形上學理論的最高預設，

卻必須落實到聖人之「率性」，推而賢人君子之「修道」，經由實踐，

才能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就是「天道」的實現。率性、修道都

從內在道德心性修養做起，故此一不偏不倚之「中」的「性體」，能「致」

而勿失，即是天下之「大本」。朱熹集注云：「大本者，天命之性。」

也是從內在之「性」以釋「大本」之義。 

接著，「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然

則什麼是「和」？關鍵就在於「中節」。節者，適度；「中節」即合乎

適當的節度。情之發皆能合乎適當的節度，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即

 
62 戰國‧荀卿（生卒年不確定）著，唐‧楊倞（生卒年不詳）注，《荀子》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卷十六，頁 2。 
63 《禮記注疏》，卷三七，頁 666。 
64 楊祖漢，《中庸義理疏解》（臺北：鵝湖出版社，1986），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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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斯為「情之正」，故朱熹集注云：「發皆中節，情之正也。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65情之正，無所乖戾，則不管是人與人之際，

人與物之際，都不會互相侵奪，而形成「和諧」的秩序，這是喜怒哀樂

「發而皆中節」的效果；然而，我們必須進一層追問：情之發如何能合

乎適度？這個問題於「生而知之」的聖人而言，答案就是「率性」，經

由「自覺」而明其本性，依循本性而行，則情之發皆自然「中節」而合

道，這就是「自誠明」；至於「學而知之」的賢人君子，答案就是「修

道」，就是朱熹所謂「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必須「由教而入」，

卻畢竟還是可以達到「自律」之和。若推及士民，則必待「禮」的節制，

而致「他律」之和，故《論語‧學而》有子云「禮之用，和為貴」。66然

而不管自律或他律，能致「和」，則通天下之人皆得「本性」不失，而

實現天道，故謂之「天下之達道」。 

不管聖賢士民，個體修身以「致中和」，並非最為終極的關懷，而

只是開端；終極關懷乃由此開端而推擴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

地位」則尊卑高下安其所而不亂其序，即是「和」；「萬物育」則各遂

其生而不相侵奪，當然也是「和」。因此，「天地位焉，萬物育」其實

就是總體宇宙的「大和」之境，與《周易‧乾‧彖》所謂「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意相通；然而，儒家所祈嚮此一「大和」之境，

並非如道家只是個體由「虛靜心」所觀照朗現的自然「天和」境界，而

是經由聖賢道德心性修養，推擴到總體的政教實踐，所欲創造建構的理

想世界；其實現的程序是由個體的正心、誠意做起，推己及人進而及物，

故〈中庸〉云：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67 

 
65 《中庸章句》，頁 2。參見宋‧朱熹，《四書集注》。 
66 《論語注疏》，卷一，頁 8。 
67 《禮記注疏》，卷五三，頁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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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是萬物得以存在的根本，「誠」則盡天命之「性」而合於天

道之「仁」；包括人在內，萬物的存在是價值的存在，而不僅是物理的

存在，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68聖人不僅

「自成」其「誠」，更推擴而「成物」，故〈中庸〉又云：「誠者，非

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69聖人之「自成」是盡己之性，即以此

為開端，進而「盡人之性」，再進而「盡物之性」。從己到人到物，一

切存有皆能盡其天命之性，則「人」始能與天、地並為「三才」，而參

贊萬物之化育，故云「天地位，萬物育焉」，而其關鍵則是「致中和」。 

準此，儒家「致中和」所指引的文化實踐，即是以「和」做為宇宙

萬有生命存在的終極關懷，亦即理想的世界。人之生命存在的意義，根

本上乃是個體精神生命朝向理想價值的無限創造；以及包括人與物在

內，個體與個體在實現價值的過程中，通過合宜的互動關係，而建構的

總體性秩序。此一秩序不是將個體視為物理性存在而在結構上所連結的

形式關係；乃是將個體視為價值性存在，而於互動性的倫理實踐行為

上，所形成的分位關係。當個體在倫理分位的秩序上，形成良性的互動

關係，就稱之為「和」。在這種「和」的存在秩序中，個體生命獲致一

種不受壓迫、侵奪與消滅的和諧感，這種和諧的秩序以及感受，既是「善」

同時是「美」，我們可以稱之為「存在秩序美」。70 

綜合上述，「和」乃是儒道兩家思想的共法，也就是他們所抱持的

宇宙觀與人文世界觀。士人階層對於萬物，包括「人」在內，所建構「存

在秩序」之「情境」的「理想圖像」就是「和」。這是終極關懷，而實

現此一終極關懷的程序，都是以主體心性修養為開端，由心性之和到人

文世界之和到自然世界之和，終而創造萬物總體存在的「和境」。因此，

「和境」做為中國古代士人對生命存在的終極關懷、理想圖像，並非「現

 
68 同前註，頁 896。 
69 同前註。 
70 「和」是「存在秩序美」，此說參見顏崑陽，〈論先秦儒家美學的中心觀

念與衍生意義〉，收入顏崑陽，《詮釋的多向視域》（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2016），頁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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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物」；而是主體經由心性修養，表現於人際而推及物際的社會文化行

為實踐，最終所創造生命存在的理想世界。在實踐過程中，聖賢垂文設

教，以化成天下，乃是以「和」為基本精神、指導原則，而依藉禮、樂、

詩做為普及的社會文化行為方式。 

四、什麼是禮、樂、詩的文化情境？它們與「和文化情境」

有何結構性關係？彼此又有何同一層次 
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 

在回答什麼是「和」？什麼是「和文化情境」之後。我們接著要問：

什麼是禮、樂與詩的文化情境？而這三種情境與「和文化情境」有何上

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它們彼此之間又有何同一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

構性關係？ 

（一）什麼是「禮文化情境」？與「和文化情境」有何結構性關係？ 

「和」落實於人文的創造而取得特定形式，實現為產物，即是周文

化的禮、樂與詩。那麼，我們首先要問：什麼是「禮文化情境」？與「和

文化情境」有什麼結構性關係？《論語‧學而》記述有子云：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71 

禮，乃是先王之道。孔子的門生有若論述禮之「用」以「和」為貴。「和」

指什麼？邢昺疏云：「禮樂為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為貴。和謂樂

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72這個解釋並不切當，硬鑿入《禮記‧

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之說，而認為「和」指的是「樂」；實則《論

語》此處文本語脈完全未涉及「樂」，所論只是「禮」而已。朱熹集注，

 
71 《論語注疏》，卷一，頁 8。 
7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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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者，從容不迫之意。」73這個解釋也不妥切。因為禮之用，乃

是雙向對待的行為，「和」之義必須置入這一情境中，才能獲致妥切的

解釋；而「從容不迫」只是個人行事的態度，不含雙向互動之意。 

適當的解釋應該是：和者，順也，無乖爭也。禮之「用」，是指禮

的功能、效用；其「用」能使人際互動，相待和順，彼此不爭。這是基

本原則，故而在觀念上必須認知到：小大之事，皆應循禮為之。不過，

有若進一層指出，僅是觀念上「知和而和」，仍是「有所不行」。因為

「知」只是主觀的認識，更重要的卻是必須付諸於「行」；「行」則有

何人人可以共同遵循的「節度」？如果僅是主觀的「知和而和」，則付

諸於「行」之時，人各一心，事各一理，缺乏客觀普遍的節度，而事事

只是一味的相待和順，彼此不爭，則可能太過，也可能不及，未必合乎

適中的節度。因此，有若乃提示：「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關鍵

就在於「節」；此句的「節」字，動詞，節制也；「節制」必有形式化

而眾所同遵的客觀規範，即是節度。禮之節度，稱為「禮節」，故《禮

記‧曲禮》云：「禮，不踰節。」74孔穎達疏云：「禮者，所以辨尊卑，

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75 

禮之義頗多層次，從上層禮體、禮意、禮本、禮質、禮用，到中層

禮文、禮法、禮典、禮制、禮節、禮儀、禮序、禮數、禮分，以至下層

禮器、禮服、禮物。上層是禮的本體或說本質、精神以及功能、效用，

由主體觀念所認知；有若所謂「知和而和」，即是此一層次之義。中層

是禮的形制、典法、節度、儀式、程序、等差、分限，乃是禮已文字形

式化為客觀的行為規範，整部《儀禮》就是載記周代所制作各種禮的制

度儀節。有若所謂「以禮節之」，即是此一層次之義。禮由「知」而「行」，

必落實在這一層次的制度儀節。下層則是禮之物質形式化的器具。有若

對於「禮」的論述，顯然兼備上、中二個層次之義。「禮之用」，說的

 
73 《論語集注》，卷一，頁 5。參見宋‧朱熹，《四書集注》。 
74 《禮記注疏》，卷一，頁 14。 
7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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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層有關禮之功能、效用，主觀的觀念性認知。「以禮節之」，說的

是中層禮之形式化，可供眾所遵循的行為規範。這兩者必須互濟，才能

實現禮所致用而成的「和」境。 

節，節制也；節制什麼？我們可回應前文《禮記‧中庸》所謂「喜

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人性皆有情欲，感物緣事而發為喜怒哀樂

好惡。而情欲表現於外，即是「言行」。因此，所要節制者，就是情欲；

情欲發而皆中節，「言行」就能不偏不倚而適中。前文已論及，「生而

知之」的聖人「自誠明」，「率性」而合道，情欲之發皆自然「中節」。

然而一般士人則必須遵循聖人所建制的「禮」，以「節」其情欲之發，

使中節而合道。然而，為什麼「節」能達到「和」境？這個問題，後文

合論禮、樂時，再來回答。 

（二）什麼是「樂文化情境」？與「和文化情境」有何結構性關係？ 

接著，我們要問：什麼是「樂文化情境」？與「和文化情境」有何

結構性關係？「樂」與「禮」共生而並用，故「樂」的本質與功用同樣

是「和」。前述《尚書‧舜典》云：「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所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乃是異質事物多元並存而不互相排斥，並

形成整體的和諧，這是樂曲本身音律所表現的「和」；而「神人以和」

則是此一「和」的樂曲作用於神人之際所產生「和」的效果。然則為什

麼這樣和諧的樂曲能產生「神人以和」的效用？我們可以這樣回答： 

一方面，「和」的樂曲是人之心靈的表現，可通於倫理，故《禮記‧

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76所感

之物「和諧」，則其心和諧，而所生之音、所成之樂就能「和諧」，故

《禮記‧樂記》云：「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77而所感之「物」

指的是「心」外一切客觀世界的事物，包括自然與文化社會；78文化社

 
76 《禮記注疏》，卷三七，頁 663。 
77 同前註。 
78 「物」之義，包括自然與文化社會一切事物，參見顏崑陽，〈從〈詩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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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古謂之「世」；則政教之治亂、社會之安危，必感染人心，而表現

為或樂或怨或哀的音聲，故《禮記‧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79然則

古代之樂，不能視為純藝術之作，乃通乎政教之用，故《禮記‧樂記》

云：「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80 

另一方面，「和諧」的樂曲可用以感化人性人心，以獲致「適中」

的效果。「適中」，就是「和」，故《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大

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玄注云：「和，剛柔適

也。」81故「和」乃樂教所獲致人性人心不偏向極端而能「適中」的感

化效果。這是「聲感」之用；「樂教」之所以可能，依靠的是「音聲」

對人直覺的感化薰陶，而不是觀念性道理的講論。人性人心有所感有所

激而然，時常呈現或剛或柔、或強或弱、或急或緩、或哀或樂、或喜或

怒的兩極之狀，如果時常經由「和諧」之樂曲的感化薰陶，就自然而然

可以表現「適中」之心性。《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周景王

要鑄大鐘，律中無射，樂官伶州鳩勸阻，而論述音樂之道，聲必「小者

不窈，大者不槬」。窈者，極細也；槬者，極大也；「小者不窈，大者

不槬」就是「適中」，「適中」則其聲「和」，而能「和於物，和則嘉

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82億者，安也。這種歷史經

驗，到《呂氏春秋》就成了「適音」的理論，而有〈適音〉一篇，又稱

〈和樂〉，云：「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夫樂有適，心亦有

適。」83什麼是「適」？適中、平和，也就是不過激、不偏極。人「心」

 
論儒系詩學的「體用觀」〉，收入顏崑陽，《學術突圍》（臺北：聯經出

版公司，2020），頁 206-207。 
79 《禮記注疏》，卷三七，頁 663。 
80 同前註，頁 665。 
8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

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1973），卷二二，頁 337。 
82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頁 867。 
83 戰國‧呂不韋（西元前 290-235）等著，陳奇猷（1917-2006），《呂氏春

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5），冊上，卷五，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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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適中、平和而不過激、不偏極的情境中，才是真正的悅樂。而這種

「適心」的情境如何而致？答案是可藉由「適音」的感化薰陶，故云：

「以適聽適則和矣。」84聽適，即所聽為「適音」。何謂「適音」？云：

「（音）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

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85衷者，中也。鈞，

陳奇猷（1917-2006）注釋云：「鈞為度量鐘音律度大小之器。」又云：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謂鐘音律度之大者不得超過鈞所發之音；鐘之

重不得超過百二十斤。」86因此，「適音」即是樂曲之音，大小、輕濁、

輕重必須「適中」；因為音聲之感會直覺刺激人的情緒反應，「適音」

才能獲致心情的平和，故云「以適聽適則和」。這就是「樂教」的效果。 

綜合言之，從樂曲自身而言，致「和」之律有二：一是「適音」，

即每個音聲各別的質量，其大小、清濁、輕重都必須適中；二是「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即各音之間彼此恪守交響互濟的合宜分位，而不能

爭先奪強，破壞秩序。合此二種「樂律」才能表現樂曲整體的「和諧」。

這種「和諧」既是樂曲音聲自身的和諧，同時也是人性人心的和諧。而

以此「和諧」一體的「大合樂」之曲，祭祀鬼神，也才能獲致「神人以

和」的效果，故《尚書‧舜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句

下，孔穎達疏引〈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

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87 

（三）「禮文化情境」與「樂文化情境」有何異形同質，共生並用的

結構性關係？ 

周文化就是禮樂文化，而禮樂乃是先王之道。儒家思想對禮樂之

「用」的詮釋，就是「和」。甚且，不僅置入文化社會實踐的情境以釋

 
84 同前註，頁 273。 
85 同前註。 
86 同前註，頁 280。 
87 《尚書注疏》，卷三，頁 47。 



東華漢學‧第34期‧2021年12月 

 

30

其「人和」的功能、效用，更提升到與自然天地同體的情境以釋其「大

和」或「天和」的本質，《禮記‧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節。」88又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89

大樂、大禮之「大」皆是極至、最高之義，指的是樂、禮的本質。樂、

禮雖是人為的產物，卻是聖人法天地之道所為的創造，故其本質與天地

同和、同節。我們先問何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記〉本文自有解

釋，云：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

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

天地之和也。90 

這段文本對「樂者天地之和」的解釋，似乎很玄虛。天地自然現象

與「樂」有何關係？為何前面大段文本都在描述天地自然現象，後文卻

推導出「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前段文本所

描述的天地自然現象，呈現的是一種二元對立與多元並立的結構，並經

由動態歷程的變化，而形成「百化興焉」的總體宇宙存有之境。這其實

就是我們前文徵引《周易‧繫辭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大和」

之境。天地、陰陽、雷霆、風雨、四時、日月都是二元對立與多元並立

結構的自然存有物；上齊、下降、相摩、相蕩、鼓、奮、動、煖，都是

動態歷程變化。這種動態歷程變化都依循著天地陰陽相對或四時、日月

更代的辯證規律，而產生「百化興焉」的總體宇宙存有之境；此「境」

即是「和」，故〈樂記〉云：「和，故百物皆化。」91又云：「（天地）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92那麼，這樣的「和」境，與「樂」

有何關係？回到「樂」自身的結構，前文論述到六律為陽聲，六呂為陰

聲，陰陽二元對立。同時六律、六呂是音高，五聲是音階，乃是「多元

 
88 《禮記注疏》，卷三七，頁 668。 
89 同前註，頁 669。 
90 同前註，頁 672。 
91 同前註，頁 669。 
92 同前註，頁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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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立」的存有物。八音，乃絲竹等八種樂器，也是「多元並立」的存有

物。這也就是〈樂記〉所謂「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屈伸、

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93樂器與樂文種種因素交互作用而形

成樂曲複雜的結構；而這結構並非靜態，乃是依循「規律」而「變化」

的動態歷程，所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演奏完成整體「和諧」的

樂曲。我們比較上述「天地之和」與「樂之和」，其動態歷程結構與終

極效果，非常類似，故〈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是以類比邏

輯思維對「樂」的本質所做的詮釋。 

接著，我們必須同樣追問何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記〉本文

同樣自有解釋，云：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

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94 

節者，節制、節度，事物各安其位而不逾分。別者，分殊，或以類

分，或以個別。「別」則必「節」，始能有「序」而不亂。自然宇宙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仰觀天象、俯察地形，可見天地高下之分，萬

物小大之別，而性命各有不同，形成有序而不亂的總體結構。此一結構

並非固定不變，乃「動靜有常」，依循一種動態歷程而變化，卻各有其

節度，始終維持其「常」體；故聖人法天地以制禮，尊卑貴賤各有其分

位，節度而不亂，故〈樂記〉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云：「禮者，

天地之序也。」節而有序則不爭，故〈樂記〉云：「禮至，則不爭。」

有序而不爭，則萬物各正其性命，就是總體「和諧」。此義可以呼應《周

易‧乾‧彖》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論語‧學而》

所謂「禮之用，和為貴」。然則，禮乃是經由「節」的形式及程序，而

達到「和」的目的、效果。其動態歷程結構及終極效果，與天地相似。

因此，所謂「大禮與天地同節」，與「樂」一樣是以類比邏輯思維，對

 
93 同前註，頁 669。 
94 同前註，頁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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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本質所做的詮釋，故孔穎達疏云：「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

小為節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95所

謂「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就是類比邏輯思維所獲致的認知。 

準此，從動態歷程結構觀之，禮與樂的本質皆與天地相似。然而〈樂

記〉之論，「禮」與「樂」分而言之，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

地同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我們必須追問：若

然，則大樂無須「節」乎？大禮不致「和」乎？從鄭玄注、孔穎達疏以

降，歷代學者對於「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者，天

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大致都是「禮」與「樂」分開作解。其實，

在〈樂記〉的論述語境中，經常出現「禮」與「樂」上下文並論，除了

前引「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

天地之序」之外，可再舉數例：「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者為同，

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爭」、「禮者，殊事合敬者；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從這些話語，如何解釋「禮」

與「樂」的分合？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到，這一類「禮」與「樂」並論的話語，不能二

者截然分釋，而必須互文合解，始能足義。因為禮與樂，雖表層的媒介

形式有別，禮文為儀節，樂文為音律；但是，進入中層動態歷程結構的

運作程序，則二者相似，前文已作論述，都是二元對立或多元並立的結

構，卻統合為一體。至於最高層的目的、效果也都是法天地之「大和」。

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

天地之序」這一類的話語，上下兩句必須互文合解，不能說樂「和」則

不必「節」，前文徵引「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明示音聲必須有「律」，

 
95 同前註，頁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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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音聲之陰陽、清濁、輕重、洪細、快慢都必須有一定的「節度」、

「秩序」，不互相侵奪，才能形成「和諧」一體的樂曲。 

準此，對於「樂」而言，「節」乃是致「和」的必要形式及程序。

然則「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者，天地之和」，此二句以「和」為明

文表述之顯義，卻以下句「大禮與天地同節」、「禮者，天地之序」的

「節」、「序」，互為總體語境所蘊涵之隱義；顯隱合解，始足其義。

相對而言，不能說禮「節」則不能致「和」，前文已論及「禮之用，和

為貴」，而且僅是觀念性的「知和而和」，還不能達到「和」的目的、

效果，而必須「以禮節之」。同時，我們也論及「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謂之和」。「節」是形式及程序，乃能達到「和」的目的、效果。然則

「大禮與天地同節」、「禮者，天地之序」，此二句同樣以「節」、「序」

為明文表述之顯義，而以上句「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者，天地之和」

的「和」，互為總體語境所蘊涵之隱義；顯隱合解，始足其義。準此，

禮樂形式雖殊，而內涵本質及所具有功能卻無二致，都是以「節度」而

致「和」，二者共生而並用。 

（四）什麼是「詩文化情境」？與「和文化情境」有何上下結構性

關係？與禮、樂文化情境有何同一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

關係？ 

什麼是「詩文化情境」？與「和文化情境」有何結構性關係？讓我

們回顧前文所論及，在中國古代，「詩」不只是一種文學「類體」，而

且更是一種不離社會生活的「文化」現象或產物，可稱為「詩文化」。

尤其從先秦以至漢代的詩學，其思考、發言的位置，都是「讀詩者」或

「用詩者」的位置；「詩之用」才是顯題。這種詩學可稱為「文化詩學」。

至於將「詩」視為一種特定的文學類體，思考、發言的位置轉到「作詩

者」，而去專注於「如何作詩」、「如何作好詩」的問題；以及「詩之

體有何特徵」、「詩之體對創作與批評有何規範作用」的問題。這是魏

晉以降，文體觀念形成，而專業文人興起之後，文化轉型所展現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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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詩學可稱為「文體詩學」；「文體詩學」產生了，「文化詩學」卻

仍然延續未絕，只是詩之「用」卻由讀者的閱讀、應用而轉變為作者的

創作、致用。士人們絕少只是純粹為作詩而作詩，必然是「有為」而作，

也就是「詩」絕大多數都為某種「社會文化行為」的動機、目的而作。96

綜合言之，不管是從閱讀或從創作而言，古代士人事實的存在於一個「詩

無所不在」的「詩文化情境」中。 

先秦時期，《三百篇》被廣泛的應用於一切政教活動。顧頡剛

（1893-1980）〈《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一文中，專節考述〈周

代人的用詩〉。97他歸納周代人為應用而作的詩與採來的詩而應用，可

分為四種：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典禮，主要是

對神的「祭祀」與對人的「宴會」。而諷諫，主要是公卿列士作詩以獻

於君，以及庶人歌謠被官吏采而告誦於君。賦詩，乃外交專對的言語方

式。言語，指的是說話時的引詩。98顧頡剛所謂「言語」特指在史傳中，

例如《左傳》、《國語》記事時，其中人物對話，間插引《詩》以做為

理據。其實，引《詩》以為理據，不僅在人物對話，就是文字書寫也常

引《詩》以證理，朱自清（1898-1948）《詩言志辨》中，就專節論述〈著

述引詩〉。先秦、漢代典籍引用《三百篇》的詩句，以印證自己所說的

道理，這是眾所熟悉的狀況。朱自清指出著述引《詩》從《論語》開始，

以後《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詩》，而《荀子》引《詩》獨多。接

著，朱自清又列述漢代各種典籍的引《詩》：《韓詩外傳》；劉向《新

序》、《說苑》、《列女傳》；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山川頌〉、〈必

仁且智〉、〈郊祀〉；賈誼《新書》的〈禮篇〉；《禮記》的〈大學〉、

〈中庸〉；班固《漢書》的〈地理志〉、〈天文志〉等。引《詩》究有

何用？朱自清援引諸例，說明引《詩》乃藉以宣揚德教，或藉以證事，

 
96 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頁 253-254。 
97 顧頡剛（1893-1980）等編著，《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冊三，下編，頁 320-345。 
98 同前註，頁 32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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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藉以論天道，或藉以述史事、明制度、記風俗，或藉以明天文地理，

或藉以做為隱語，由此以見漢人著述引《詩》之多，用《詩》之廣。99 

綜合顧頡剛、朱自清廣徵文獻所做的考述，已顯發先秦至於漢代，

普遍的「詩文化情境」主要是應用一部《三百篇》或稱《詩經》，斷取

可為格言的詩句，廣為施用於各種持有目的的話語。我們細考先秦自作

這種四言古體詩者極少，及至兩漢也不多，大約有商山四皓（四人皆生

卒年不詳）〈採芝操〉（一稱〈紫芝歌〉）、韋孟（生卒年不詳）〈諷

諫詩〉、〈在鄒詩〉、韋玄成（？-西元前36）〈自劾詩〉、〈戒子孫詩〉、

東平王劉蒼（？-83）〈武德舞歌詩〉、班固（32-92）〈明堂詩〉、〈辟

雍詩〉、〈靈臺詩〉、傅毅（？-90）〈迪志詩〉、張衡（78-139）〈怨

詩〉、朱穆（100-163）〈與劉伯宗絕交詩〉、桓麟（生卒年不確定）〈答

客詩〉、應季先（生卒年不詳）〈美嚴王思詩〉、秦嘉（生卒年不詳）

〈述婚詩〉、〈贈婦詩〉（四言）、蔡邕（132-192）〈答對元式詩〉、

〈答卜元嗣詩〉、孔融（153-208）〈離合作郡姓名詩〉、仲長統（180-220）

〈見志詩〉等。100兩漢四百多年，四言古體詩總數不過二十首左右。然則

漢代在五言古體尚未興起而廣為文人階層持以創作之前，個人或群體用以

表現情志的文體，乃由四言古體詩衍變為辭賦。楚辭〈離騷〉是「依詩取

興」，101而「賦者，古詩之流也」，102辭賦乃是廣義的詩。東漢晚期以至

魏晉，五言古體詩漸興，「詩」又普遍的成為文人階層抒情言志的主要文

體。自此以降，古體猶盛而近體漸興，五言完熟而七言漸起，及至唐宋以

詩賦取士，「詩文化」達到最高峰，這是文學史眾所熟知的現象，毋庸細

 
99 朱自清（1893-1980），《詩言志辨》（臺北：頂淵文化公司，2001），頁

106-117。 
100 以上各詩篇，參見逯欽立（1910-1973）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

北：學海出版社，1984），冊上，頁 91、105、107、113、114、167、168、
172、179、181、183、184、185、186、193、196、204。 

101 〈離騷經序〉，參見漢‧王逸（89-158）註，宋‧洪興祖（1090-1155）補

註，《楚辭補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卷一，頁 12。 
102 班固（32-92），〈兩都賦序〉，參見南朝梁‧蕭統（501-531）編著，唐‧

李善（630-690）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2），卷一，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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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至唐代已諸體皆備，上從皇帝下到處士，沒有人不會作詩。而作詩

的動機目的，上則「用」以頌美、諷諭政教、風化士群；下則抒情言志，

「用」以相互酬贈，彼此感通或期應。103「詩」已成為士人階層既普遍而

又特殊的言語行為，下逮明清，歷代皆然，而形成「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模

式」。先秦兩漢以徵引《詩經》為用，東漢晚期以至魏晉開始，文人自作

五言古體以為「用」，其「用詩」的型態變遷，主要是從政教各種場合的

「集體意識詩用」，另生個人社會交往的「個體意識詩用」；104歷代這二

種「詩用」始終並行。因此「詩文化情境」乃是古代士人階層所共處的文

化存在情境。詩，不能被看作只是一種純文學創作的文體。 

我們論述的重點將聚焦在「詩文化情境」與「和文化情境」有何上

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而與「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境」又有何同

一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 

中國古代詩歌，從起源就與禮樂並生。禮是宗教祭祀之儀式，樂是

歌唱之音聲，故詩即是歌，合稱詩歌或歌詩。歌，或徒聲按節而吟詠，

或配樂合律而歌唱。前引《尚書‧舜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合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就已完整表達這種詩、

禮、樂同場並出，一體和諧的動態歷程結構關係。而我們要特別揭示的

是「神人以和」，祭祀的結果能致「神」與「人」整體和諧，必然是詩、

禮、樂本身都是「和」。禮、樂之和，已如前文所論。我們在此要論述

的是「詩」理想的本質也同樣被規定為「和」。 

前文徵引《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然則，喜怒哀樂之發，表現於外者無非「言」與

「行」兩種形式，也就是「言語」與「行動」。「言語」可分為一般生

活中的說話與特定形式的書寫；特定形式的書寫，就形成各類文體。大

 
103 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頁 262-263。 
104 顏崑陽，〈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收入成功大

學中文系主編，《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成功大學，

1999），頁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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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區判，就是文與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有韻之文以「詩」為母體。

無韻之筆，以先秦古文為母體。文筆之辨已是學者常談的議題，在此無

須細論。我們將問題聚焦在《禮記‧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喜怒哀樂之發，表現於「言」，其中「詩」是主要形式

之一，就必須「中節」，必須「和」。 

從〈舜典〉到〈中庸〉的論述，我們可以依此合理的推論，先秦時

期，在「周文化」的總體語境中，再加上後起儒家對周文化傳統的因承

與發揚，詩與禮、樂並生而共在，都被規定以「中節」為用為序，而以

「和」為體為質。然則如何可謂之「中節」？如何可謂之「和」？前文

論及，「中節」即合乎適當的節度。詩的什麼質素要合乎適當的節度？

構成「詩」的質素有二層：一是詩聲；一是詩情（或詩意）。詩以「歌」

的型態為起源，有聲有辭，是為「歌詩」。《文心雕龍‧樂府》云：「樂

辭曰詩，詩聲曰歌。」105劉勰專以「詩聲」指「歌」，當是入樂合曲之

「歌」；其實「樂辭」之詩，語言本身也有音調協韻之「聲」，這也是

「詩聲」。在不歌而誦的吟詠中，語言本身的「詩聲」就特別盈耳；故

而「詩聲」實有二層：歌曲之宮商與語言之音調協韻。 

詩與樂的分合是一個變化歷程漫長而複雜的現象，不在這裡詳做處

理。一般所論都只是《三百篇》之詩與樂的分離究竟在何時？這是一個

沒有定論的議題，一般的說法是孔子時代就開始，到戰國時期，詩與樂

就完全分離，106這說法還不能成為定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到了漢代，

《詩經》原本的歌詩都已離樂而成為徒詩被引用。然而，我們不能即此

 
105 南朝梁‧劉勰（465-522）著，周振甫（1911-2000）注釋，《文心雕龍注釋》

（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 112。 
106 朱自清認為：「孔子時代，《詩》與樂開始在分家。從前是詩以聲為用；

孔子論《詩》才偏重在《詩》義上去。到了孟子，《詩》與樂已完全分了

家，他論《詩》便簡直以義為用了。從荀子起直到漢人的引《詩》，也都

繼承這個傳統，以義為用。」參見《詩言志辨》，頁 119。顧頡剛也認為：

「春秋時樂的主要的用是歌詩輔佐，戰國時音樂就脫離了歌詩而獨立

了。……戰國的音樂種在『器樂』而不重在『歌樂』。」參見《古史辨》

冊三，下編，頁 354-355。 



東華漢學‧第34期‧2021年12月 

 

38

斷言，詩與樂從此分而為二；適當的說法應該是，詩到了漢代，開始分

為二個傳統：一個是漢魏六朝樂府以降，歷經隋唐曲子詞、教坊曲、聲

詩、宋詞、元曲、明清民歌時調，107詩與樂仍然合一，「詩聲」以宮商

為主。另一個是文人創作，五七言古近體詩，詩與樂分離，因此「詩聲」

以語言的音韻為主。 

先秦在詩與樂合一的時期，詩聲之「中節」主要還是宮商能合乎節

度。這就是前文所引《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論樂、《呂氏

春秋》的「適音」之說，不再複述。「適音」就是「中和之音」，就是

「正聲」，也就是前引〈樂記〉所稱「和以柔」之聲。漢魏以降樂府一

系，詩樂合一，詩聲之「和」仍是這個傳統的延續，不在此細論。我們

要關注的是文人創作一系，詩與樂既已分離，「詩聲」轉以語言的音韻

為主。則「詩聲」如何「中節」而致「和」。《三百篇》時期，詩的語

言尚未律化，聲隨情轉，乃「自然之音」。其「中節」而致「和」，實

繫於「樂」。語言的「詩聲」沒有獨立成為顯題被關注。東漢晚期，五

言詩興起，文人創作之詩逐漸普遍，語言之「詩聲」仍然延續《詩經》

傳統的「自然之音」，聲隨情轉。關鍵的出現當然是沈約提出「聲律

論」，108語言之「詩聲」如何致「和」成為被關注的顯題，影響所及，

詩走向律化，導致近體律絕的形成，這已是學界眾所熟識的議題。律化

的近體，「詩聲」已成為定格，基本原則就是沈約「前有浮聲，後須切

響。一簡之內，音韻悉異；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之說。109這顯然符合

二元對立統一之「和」的原理。唐詩近體格律雖是人為規定，一般論者

仍認為不失「自然之音」；及至宋代，「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

議論為詩」，110則已失「詩聲」而全以文字之義為用。宋代鄭樵（1104-1162）

 
107 明清時期，民歌時調受到文人的重視，而影響到詩學觀念。參見明‧馮夢

龍（1574-1676）等編，《明清民歌時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8 南朝梁‧沈約，〈謝靈運傳論〉，參見沈約（441-513），《宋書》（臺北：

藝文印書館，景印清乾隆武英殿本，1956），卷六十七，頁 862。 
109 同前註。 
110 宋‧嚴羽云：「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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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樂府總序〉提出「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之論，111重議先秦時

期詩樂合一的詩文化情境，特別突顯「詩聲」的重要性。影響所及，元

代楊士弘（生卒年不詳）選編唐詩而名為《唐音》，就是將「詩聲」的

觀念落實到詩作的品評，他在〈唐音序〉中明白表示： 

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

音》。……嗟夫!詩之為道，非唯吟詠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

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也哉！112 

楊士弘當然知道唐代文人創作的古近體詩，事實上沒有「奏之郊廟，歌

之燕射」。他是以古代詩樂合一的詩文化情境，突顯他品評唐詩是以「音

律」為先，重建「詩聲」在詩歌意義、價值上的重要地位。因為在他的

認知，詩之音律正變實回應世道人心。他提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分

之說，「三音」並非機械的對應「三唐」，不過「正音」實以盛唐為最

多，因此他特別推崇盛唐；在〈唐詩正音目錄並序〉中，特別強調「專

取乎盛唐者，欲以見音律之純，系乎世道之盛」。113他既高揚「正音」

之純，又何以猶取不純之「遺響」？在〈唐音遺響目錄並序〉中，他做

此說明：「余既編〈唐詩正音〉，今又採取餘者，名曰〈遺響〉，以見

唐風之盛與音律之正變。學詩者先求於正音，得其情性之正，然後旁採

乎此，亦足以益其藻思。」114顯然，他編《唐音》，一方面要展示唐詩

之盛的完整面貌，以及音律正變對照的特徵，這是唐代詩史的建構；但

是，另一方面他又對音律的正變做出評價，顯然是高揚「正音」，強調

音律之純和，能得情性之正，以做為學詩者之取法。因此，在《唐音》

 
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參見嚴羽（生卒年不確定）著，

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冊上，

頁 173。 
111 宋‧鄭樵〈樂府總序〉，參見鄭樵（1104-1162），《通志》（杭州：浙江

古籍出版社，1988），卷四十九，樂一，頁 625。 
112 元‧楊士弘，〈唐音序〉，參見楊士弘（生卒年不詳）編選，明‧張震（生

卒年不詳）輯注、顧璘（1476-1545）評點，陶文鵬、魏祖欽整理點校，《唐

音評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冊上，頁 8。 
113 同前註，頁 74。 
114 同前註，冊下，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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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經常出現這一類的話語：音律之和協、音律純厚自然、音調高

古、音律沉渾、擇其粹者、溫柔敦厚之教。這些話語簡而言之，就是詩

以「中和之音」為上。從鄭樵到楊士弘，對於「詩聲」觀念的提倡及實

際批評的操作，影響所及，明代李東陽、李夢陽等，反思批判宋詩已失

「聲色」之美，而經由「詩文辨體」之論，乃因承先秦詩樂合一的本質

觀，高倡「詩以聲為用」，一時蔚為思潮，「詩聲」之義重受顯發。2009

年間，我指導余欣娟完成博士論文《明代「詩以聲為用」觀念研究》，

對這一議題討論甚詳。115 

至於「詩情」之「中節」，則是指詩之內容所表現喜怒哀樂之情緒

皆能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合乎適當的節度，也就是前文所引〈中庸〉，

朱熹集注云：「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三百篇》正風、正雅所發之情，可稱為「情之正」；正者，不傾

斜、完善，也就是「中節」，也就是「和」。孔子論〈周南‧關雎〉：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116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云：「樂不至淫，哀

不至傷，言其和也。」117樂不至淫，哀不至傷，是則樂與哀之發，皆能

「中節」，孔安國以「和」稱之；則「中節」是致「和」的行動要則。

人生所企求理想、完善的終極目的乃是「安樂」，是為「情之正」；故

〈詩大序〉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118即是「情之正」，即是前引〈樂

記〉所謂「和以柔」之聲。然而「安樂」不能至於「淫」；「淫」是過

度而無節。至於變風、變雅，「發乎情，止乎禮義」，則「變而不失其

正」，其「情」仍是「中節」而不失「和」。何以然？〈詩大序〉的解

釋是「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119「情」是人民

「血氣心知之性」感物緣事而發，120所表現的「情之真」。其所感所緣

 
115 余欣娟，《明代「詩以聲為用」觀念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1）。 
116 《論語‧八佾》，參見《論語注疏》，卷三，頁 30。 
117 同前註。 
118 〈詩經注疏〉，卷一之一，頁 14。 
119 〈詩大序〉，參見《詩經注疏》，卷一之一，頁 17。 
120 《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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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121也就是衰亂之世。

從民之性所發的「情之真」來看，是「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

哀以思」，122相對於「治世之音安以樂」的「情之正」，乃是「情之變」；

「情之變」是客觀處境所迫而有所不得已，但其怨怒哀思雖發乎「血氣

心知之性」，卻與「安樂」一樣也不能過度，故仍然必須「中節」，而

能「變而不失其正」；晚明許學夷對風詩正變之「情」深有體會，故云：

「風雖有正變，而性情則無不正也。」又云：「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情之

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為萬古詩人

之經」。123他以「性情之正」、「聲氣之和」、「微婉之言」，描述風

人之詩的典範性，兼及「詩聲」與「詩情」。不過，我們必須問：變風、

變雅如何而能「中節」？就是「止乎禮義」，此乃道德理性的作用。民

何以有此道德理性？〈詩大序〉的回答是「先王之澤」；「先王之澤」

當指周公制禮作樂之教化的遺澤；則詩之所以「正」所以「和」，與禮、

樂教化有密切關係。 

詩之以「和」做為本質的規定，可以歸結在「詩教」所致的「溫柔

敦厚」。「詩教」之說最早見於《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

教也。」124孔穎達疏云：「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

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125顏色、情性都從

「詩教」的效果，即所養成的「民性」或諷諫者的言語態度而言。依違

諷諫，不指切事情，則從言語形式，即「比興」而言。然而孔穎達將詩、

樂、禮三教分開解釋，並特別指明「詩教」與「樂教」的差別，云：「詩

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參見《禮記注疏》，頁 679。 

121 〈詩大序〉，參見《詩經注疏》，卷一之一，頁 16。 
122 同前註，頁 14。 
123 明‧許學夷（1563-1633）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1987），卷一，頁 2。 
124 《禮記注疏》，卷五十，頁 845。 
12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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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126這樣的解釋，只是就「教」的媒介工具

而言，所說甚為表象。朱自清的解釋卻能入裏，洞視到詩與禮、樂的本

質及功能實為一體，因此他解釋「溫柔敦厚」既是詩教，也是樂教及禮

教，而歸結云：「『溫柔敦厚』是『和』，是『親』，也是」『節』，

是『敬』，也是『適』，是『中』。」127這個說法正合本文一路對禮、

樂、詩之本質與功能的分析詮釋。綜合孔穎達與朱自清的解釋，則詩之

「和」就是從聲、情到語言形式都表現為「溫柔敦厚」。「詩」做為士

人階層「社會文化行為」一種特殊的表意形式，為了能致「和」因而採

取「比興」之言；則「比興」就不僅是文學創作的修辭法則及技巧而已，

實有其「言語倫理的功能與效用」。這個問題，我已另為專文論證。128 

「詩文化情境」同樣也以「和文化情境」為其「理想圖像」，制約

了「詩」的本質與功用，形成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而建置士人階層

所共識，以「和」為貴的「存在情境」。 

綜合前文的論證，我們就可以回答「和文化情境」與詩、禮、樂的

文化情境有何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而「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

境」與「詩文化情境」有何同一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簡要的

說，在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中，「和

文化情境」居於最上層，以制約「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境」與「詩

文化情境」。「禮」、「樂」與「詩」的社會文化行為都必須以「和」

做為基本精神與原則。而詩與禮、樂實不可分，皆以「中節」為用為序，

而以「和」為體為質。在橫向的同一層次中，「禮文化情境」、「樂文

化情境」與「詩文化情境」這三個面向，始終並生而共在，彼此支援，

相互結構而成為士階層「社會文化行為」的整體存在情境。「詩式社會

文化行為」固然始終不離「禮文化情境」；漢代以降，詩與樂分離而形

 
126 同前註。 
127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 120-123。 
128 顏崑陽，〈「詩比興」的言語倫理功能及其效用〉，收入顏崑陽，《詩比

興系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2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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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人的創作，語言的「音律」取代樂曲的宮商而做為「詩聲」的要素，

與文字義共同構成詩的充足意義。聲、情及語言形式都以「溫柔敦厚」

為「正音」，用在「詩式社會文化行為」中，以獲致「和」的倫理效用。 

五、什麼是教化、諷諫、通感、交接的社會情境？ 
它們與「和文化情境」及詩、禮、樂 

三種文化情境有何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 
彼此又有何同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 

接著，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是「教化社會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

什麼？什麼是「諷諫社會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什麼是「通感

社會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什麼是「交接社會情境」，即其實

質涵義是什麼？而這四個「社會情境」與上述二層次的「和文化情境」

與詩、禮、樂三種文化情境有何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這一層次的四

個「社會情境」又有何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 

總體而言，這一層次的四種情境，乃是士人階層之「詩式社會文化

行為」，當代所共處的「社會情境」。其中，教化、諷諫也有其歷時性

的文化傳統，乃是士人階層處在政教場所，所共同建構的「社會情境」；

由「集體意識」所投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都在這一「社會情境」

中實踐。129而通感、交接則是士人階層在社會日常生活場所，所共同建

構的「社會情境」；由「個體意識」所投射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

都在這一「社會情境」中實踐。儘管這幾個情境含有文化傳統性質；但

是在「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實踐之當下，這幾個情境比較顯現在「社會

互動關係」的空間場所。 

 
129 「集體意識詩用」與「個體意識詩用」的涵義及其差別，參見顏崑陽，〈論

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頁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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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教化社會情境」與「諷諫社會情境」？二者彼此 
有何同一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與上述二層次的 
四種「文化情境」有何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 

「教化社會情境」與「諷諫社會情境」，都是士人階層「集體意識」

所投射之「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共處的情境；並且兩者形成上下階層雙

向互動的結構性關係，而形成文化傳統。「教化」與「諷諫」的上下階

層雙向互動的結構性關係，一言以蔽之，就是〈詩大序〉所說的「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而我們可以將這兩種「社會情境」合在一起

詮釋論證。 

「教化」是古代每個王朝主要的政策之一，乃是立國的文化社會基

礎。然則，以什麼設教最是立本之道？周代開始所建立的就是禮教、樂

教與詩教，而漸成歷代綿延的大傳統。因此，中國古代，「詩」從不曾

只做為「為藝術而藝術」，不食人間煙火的純粹審美之作。王者教化士

人及萬民，「詩」是最重要的一種文化形式，而總謂之「詩教」。唐代

建立科舉制度，以詩賦取士，非僅觀其文采，更是觀其性情心志，就是

這種詩文化傳統在政策上確實的展現。 

因此，「教化」一向就是士人階層「詩用」之主要行為意向，並形

成自覺或不自覺的「文化意識形態」，廣遠的影響到詩的應用、創作與

批評，型塑了士人階層所處的社會情境。以詩為教的政策及實踐，從先

秦以至西漢就已普行。朱自清《詩言志辨》第三節〈教詩明志〉，對這

種社會文化行為現象有些論述。130不過，說得很簡略，有些「用詩」的

情況也與「教化」無關。我們對詩的「教化社會情境」必須再做更為詳

切的詮釋論證。 

「詩教」一詞及其說法，雖到漢代《禮記‧經解》才正式出現；但

〈經解〉所說是特別針對《詩》、《書》、《樂》、《易》、《禮》、

 
130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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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六經之教而說。漢代才見「六經」的定名。131《禮記》是漢代

戴聖（生卒年不詳）所傳，承自漢初魯高堂生（生卒年不詳），下傳魯

徐生（生卒年不詳）、蕭奮（生卒年不詳）、孟卿（生卒年不詳）至於

后蒼（生卒年不詳）而傳戴聖，132故六經之教應該是漢人的說法。孔子

時期，還沒有《詩經》之名，但稱《詩》、《詩三百》、《三百篇》。

其實，以「詩」為教，早在西周就已開始。133周代的詩教，大體可分為

「公學」與「私學」。教化對象，也大體可分為國子與一般士人，甚至

擴及平民。 

公學施之於朝廷，主要對象是國子；國子是貴族子弟。《國語‧楚

語上》記載，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問於申叔時如何為太子傅，申

叔時告以：「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134從這個案例來

看，「詩教」被認為對品德心志的培養啟發顯有莫大的效用。以詩為教，

不僅是楚國這一案例，周代王朝根本將「詩教」建置為學制，《周禮‧

大師》記載：「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

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玄注以為「教瞽矇也」135，他把受教對

象解釋為「瞽矇」，乃是應下文「大祭祀帥瞽登歌」而言。其實，周代

之以禮、樂、詩為教，乃是國子普遍接受的養成教育，故《周禮‧大司

 
131 「經」的名稱始見於《荀子》，所稱之經僅《書》、《詩》、《春秋》三

種。而《莊子‧天運》有「丘治《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經」之語，似乎莊子時代就有「六經」的定名；但是，《莊子‧

天運》，被疑為是漢代之作。而司馬遷《史記》的〈孔子世家〉及伯夷、

李斯、儒林、滑稽、自敘各傳也都只見「六藝」之名。因此「六經」之定

名應是漢代的事。詳參日本‧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

局，1990），頁 1-10。 
132 《漢書‧儒林傳》，參見漢‧班固（32-92）著，唐‧顏師古（581-645）注，

清‧王先謙（1842-1917）補注，《漢書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光緒

庚子長沙王氏校刊本，1956），冊二，卷八八，頁 1552-1553。 
133 徐復觀（1904-1982），《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頁 6。 
134 春秋‧左丘明著，三國吳‧韋昭（204-273）注，《國語》（臺北：九思出

版公司，1978），卷十七，頁 528。 
135 《周禮注疏》，卷二十三，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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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記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136周代詩樂合一，「樂語」

即徒歌之詩。國子的養成教育學程，「詩」與禮、樂都是必修，循序施

教，這可見於《禮記‧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

而冠，始學禮。」137十三歲學樂、誦詩，詩與樂並習，乃是品德、心志

及言語技能的教養，因此《周禮‧大師》述及「教六詩」時，接著特別

強調「以六德為之本」。什麼是「六德」？鄭玄注「所教詩必有知、仁、

聖、義、忠、和之道。」138「和」明白是詩教所要培養的品德。至於言

語技能，則是孔子所謂「不學詩，無以言」、139「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140春秋時期，卿大夫

聘於他國，「賦詩言志」之所以能成為一種「外交專對」的言語行為模

式，完全依賴國子養成教育的「詩教」。141以詩為教，不僅是施之於國

子，以培養其品德、心志與言語技能，也用之以教下民。〈詩大序〉以

〈關雎〉為「風之始」，而指出其功用為「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142

顯示先秦時代的確將〈關雎〉之詩樂用之於鄉國，這可證之《儀禮‧鄉

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儀禮‧鄉射禮》：「……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143鄉飲酒、鄉射之禮都是施之於鄉黨之民。鄭

 
136 同前註，卷二十二，頁 336。 
137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頁 538。 
138 《周禮注疏》，卷二十三，頁 356。 
139 《論語‧季氏》，參見《論語注疏》，卷十六，頁 150。 
140 《論語‧子路》，同前註，卷十三，頁 116。 
141 參見顏崑陽，〈論先秦「詩社會文化行為」所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

《東華人文學報》，第八期（2006.1），頁 55-87。 
142 《詩經注疏》，卷一之一，頁 12。 
143 《儀禮‧鄉飲酒禮》，參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儀禮注疏》（臺

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1973），卷九，頁

93。又《儀禮‧鄉射禮》，卷十一，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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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注：「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周南〉、〈召南〉皆為正風，

這六篇都是夫婦之教，故鄭玄注云：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

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144由此而構成以詩「教化」人民的社會情境。 

至於私學，孔子（西元前551-479）是私人講學的開創者，受教對象

大多是一般士人；以「詩」為教是主要學業之一，《史記‧孔子世家》記

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145

從《論語》的記載來看，《三百篇》之「詩」的確是他主要的教材，他

召喚門生學詩：「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146興、觀、群、怨

都是從讀者學詩的「閱讀效果」立說，提示門生接受「詩」的教化所能

獲致的心志啟發涵養，也是「詩」所具有的效能。事父、事君是「詩」

之品德教育的功用，這就與「禮」有關了。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是獲得

知識之緒餘。而上文所引述，外交專對的言語技能，另是學詩效用之一

端。從《論語》一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孔子實際以「詩」教門生的案

例，〈學而〉記載子貢向孔子請教「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

子回答後，子貢受教而引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做為連類譬喻，孔

子盛讚子貢：「賜也，始可與言詩矣，告諸往而知來者。」147又〈八佾〉

記載子夏請教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師生彼此對話討論，最後孔子盛讚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148這二個案例，詩意與日常言行之理所做連類譬喻的詮釋，顯然

 
144 同前註，頁 93、94。 
145 漢‧司馬遷（約西元前 145-90）著，日本‧瀧川龜太郎（1865-1946）注，

《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四七，頁 743。 
146 《論語‧陽貨》，參見《論語注疏》，卷十七，頁 156。 
147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如何？」子曰：「可

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參見《論語注疏》，卷一，頁 8。 
148 《論語‧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參見《論語注疏》，卷三，頁 26-27。 



東華漢學‧第34期‧2021年12月 

 

48

都關聯到「禮」；「詩」與「禮」接合而成義，「詩教」實以「禮」做

為意義價值的規範。我們可以再進一層了解，孔子以「詩」為教的方式

是否傳諸弟子，而推廣為儒家普及的教育方式？《論語‧陽貨》記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149顯示子游為武城宰，以詩樂「化」民。

合理的推想，孔子的弟子中，像這種「弦歌」之教，應該不只子游一人

而已。 

漢代以前，詩的教化功能與效用乃是依藉引用《三百篇》的正風正

雅去實踐。即使變風變雅，也必要求「發乎情，止乎禮義」。因此，「風

雅詩教」乃是以「禮」做為意義價值的規範，而以「和」做為根本精神。

這樣的「風雅詩教」已形成源遠流長的詩文化傳統，也是士人階層牢固

的文化意識形態，貫通整個中國詩史，歷代多以這個詩文化傳統型塑為

士人階層共處的社會情境。東漢晚期，五言詩興起，作詩成為文人的專

藝，「風雅詩教」的文化傳統就由引詩而轉移到作詩。這是漢魏以降整

個詩歌歷史深廣的文化現象，當然不可能以此短幅之文精細論述，只能

宏觀其大體而舉例言之。 

漢魏以降，「風雅詩教」再被顯題化而高調倡導，以重構詩的「教

化社會情境」，最典型也最常被論及的就是唐代陳子昂（661-702）、李

白（701-762）、杜甫（712-770）以至元結（723-772）、白居易（772-846）、

元稹（779-831）等為中心，再擴大到元結所編《篋中集》的沈千運（生

卒年不詳）、孟雲卿（生卒年不詳）等詩人群，更廣及顏真卿（709-785）、

蕭穎士（707-758）、賈至（718-772）、李華（715-774）、梁肅（生卒

年不詳）、柳冕（生卒年不詳）、呂溫（772-811）等，一系綿延，形成

重建傳統「風雅詩教」的思潮與創作實踐。這一向被稱為唐詩的「復

古主義」。歷來學界有關的論述甚夥，許總的《唐詩史》所論最為詳

明。150這幾乎已成詩學上的共識，毋庸本文在此複述。不過，我們要強

 
149 同前註，卷十七，頁 154。 
150 許總，《唐詩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冊上，有關陳子昂

的風雅詩觀，頁 228、頁 244-252。有關李白的風雅詩觀，頁 567-57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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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是，陳子昂、李白等詩人，他們雖倡導「風雅詩教」，卻也不是先

秦以至漢代，儒家「風雅詩教」的翻版複製，所因承者乃是風雅之詩的

本質與詩人主體的創作精神。其中已融入他們當代的社會文化經驗、新

興的詩觀，以及個人才性學養的質素，而有其創變。 

「風雅詩教」當然不是到唐代而止，仍繼續綿延相傳，下貫到清代

沈德潛（1673-1769）都還明切的提倡「詩教」，其《說詩晬語》開宗明

義就立出「詩教」之論，云：「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

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接著批評唐詩「託興

漸失，徒視為嘲風雪，弄花草……而『詩教』遠矣。」因此，他主張要

「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151他所謂「優柔」，就是「溫柔

敦厚」。除了沈德潛明顯提出「風雅詩教」的觀念之外；有清一代，這

種源自於風雅的詩文化傳統，其實也隱然滲透在不少詩人的意識之中，

而表現為注重詩的性情之真而不失其正的變風變雅之意，以及關懷社會

的用心。前面述及明末清初許學夷《詩源辯體》固是如此，其他如河朔

詩派的申涵光（1619-1677）等、顧炎武（1613-1682）、婁東詩派的吳

偉業（1609-1672）等、秀水詩派的朱彝尊（1629-1709）等、桐城詩派

的姚鼐（1731-1815）、方東樹（1772-1851）等，也都或隱或顯的表現

風雅傳統的詩觀及創作實踐。152當然，他們雖因承風雅傳統，卻也能因

時適變，融合性情而自成面目。 

風雅詩教不僅發用於詩，也發用於詞。宋詞興起於民間，原本以男

女豔情成為應歌賄酒的娛樂品；及至入於士大夫之手，詩化、雅化即成

一往向前的趨勢。而雅化至於極端，則是起於北宋晚期而延續到南宋中

 
下，有關杜甫秉承風雅傳統精神的創作實踐，頁 31-36、41-46。有關元結

的風雅詩觀，頁 81-87。有關元稹、白居易的風雅詩觀，頁 249-276。 
151 清‧沈德潛（1673-1769），《說詩晬語》，參見現代‧丁仲祜（1874-1952）

編訂，《清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冊下，頁 639-640。 
152 參見劉世南，《清詩流派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申涵光，頁

4-6；顧炎武，頁 54-59；吳偉業，頁 119；朱彝尊，頁 175、181；姚鼐、

方東樹，頁 394、39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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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復雅」思潮；所復之「雅」並非文辭修飾之文雅，而是《詩經》

風雅六義的詩歌本質、功能觀念。北宋晚期的黃裳（1044-1130）提出古

詩歌之本的「六義」觀念，以為作詞之基準而云：「風雅頌，詩之體；

賦比興，詩之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苟非義之所在，

聖人之所刪焉。」153這顯然是「風雅詩教」在詞的創作中復活其精神，

約略同時而稍晚的鮦陽居士（生卒年不詳）編選《復雅歌詞》，在序文

中，云：「《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禮義，聖人刪

取以為經。」在這種觀念之下，他對晚唐溫、李以降至於北宋晏、歐的

詞風大為不滿，嚴厲指責云：「溫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為淫艷

猥褻不可聞之語。吾宋之興，宗公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猶祖其遺風，

蕩而不知所止。」154因此，他編選認為符合「風雅詩教」的詞作，以為

典範，而名為《復雅歌詞》。此書編成於南宋初期高宗紹興年間，國家

正面臨危亡之秋，影響所及，風雅詩教蔚為思潮，南宋詞人張元幹

（1091-1170）、黃公度（1109-1156）、曹冠（生卒年不詳）、張孝祥

（1132-1169）、林正大（生卒年不詳）等，都明切感知這種詩歌「教化

社會情境」，而以「風雅詩教」為作詞的準則。 

綜合前述，可以顯見先秦時期從公學到私學，「詩教」以「禮」做

為意義價值的規範；而「禮之用，和為貴」，「和」必是「詩教」的根

本精神。詩教有時會結合樂教，詩樂並行，謂之「弦歌」，以收「聲感」

與「情感」兼得的效果。及至《禮記‧經解》的記載，所謂「溫柔敦厚，

詩教也」，沒有明分公私之學；卻顯示「詩教」乃施之於貴族子弟及萬

民而普行的教育方式，並成為士人階層共處的社會情境，其目的就是養

成「溫柔敦厚」的民性。溫柔敦厚，和也。在儒家來看，「和」就是達

成社會秩序之美的人性基礎。漢魏之後，詩教由「引詩而用」轉為「作

 
153 宋‧黃裳（1044-1130），〈演山居士新詞序〉，參見《演山集〉，卷二十，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集部別

集類。 
154 宋‧鮦陽居士（生卒年不詳），〈復雅歌詞序〉，參見金啟華等編，《唐

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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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而用」，「風雅詩教」已成文化傳統及士人階層的意識形態；在歷代

或顯或隱的影響到士人作詩與評詩，詩文化仍然不離禮文化，而形塑了

士人共處的「教化社會情境」。這種「教化社會情境」實與「和文化情

境」以及詩、禮、樂文化情境形成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 

「諷諫」一向也是士人階層「詩用」之主要行為意向，與「教化」

形成上下階層雙向互動的結構性關係，而形成文化傳統。「諷諫文化」

頗為複雜，方式多種而發展歷程漫長。《白虎通‧諫諍》云：「諫有五：

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其中，「諷

諫」指的是「知禍患之萌，深賭其事未彰而諷告焉」，這是先見之明的

勸諫，展現諫者的智慧。不過，我們關注的是「如何諫」的方式。「孔

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顯然孔子以「諷諫」為上策，為什

麼？關鍵就在其方式，故孔子云：「去而不訕，諫而不露。」155所謂「諫

而不露」就是所採取的方式很「隱微委婉」。而「隱微委婉」的語言形

式可以是日常說話，例如《史記‧滑稽列傳》所載淳于髠、優孟、優旃、

東方朔等，156雖是日常說話，其方式卻詭譎曲折，諫而不露。另一種語

言形式就是「詩」，並且使用〈詩大序〉所謂「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諫」的「譎諫」方式、157劉勰所謂「環譬以託諷」的「比興」方式。158什

麼是「譎諫」？鄭玄箋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譎諫，詠歌，依

違不直諫。」159主要就是「比興寄託」。劉勰「環譬」之說，一般學者

所釋皆不明確，我將它解釋為「全篇整體設譬」，就是後世所謂「比興

體」。160譎諫、環譬都是以「比興」的詩式語言所做「隱微委婉」的「諷

 
155 以上引述皆出自《白虎通‧諫諍》，參見漢‧班固著，清‧陳立（生卒年

不詳）注，《白虎通疏證》（臺北：廣文書局，1987），卷五，頁 279-281。 
156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二六，頁 1293-1298。 
157 《詩經注疏》，卷一之一，頁 16。 
158 《文心雕龍‧比興》云：「興則環譬以託諷。」參見周振甫，《文心雕龍

注釋》，頁 677。 
159 《詩經注疏》，卷一之一，頁 16。 
160 顏崑陽，〈文心雕龍「比興」觀念析論〉，收入顏崑陽，《詩比興系論》，

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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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我們可以稱它為「詩諫」。「隱微委婉」，就是以「和文化」為

根本精神，而以「禮文化」為倫理規範的言語方式。 

以詩為諫，其來甚早，西周就已開始，《左傳‧昭公十二年》追述

西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也就是縱情於遍遊天下；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這是自作詩以諫，穆王或許聽從，善終

於京都遊觀之宮，故傳云：「王是以獲沒於祇宮。」161西周以至春秋時

代，自作詩以諫，有一些人事不明確的泛例，例如《魏風‧葛屨》：「維

是褊心，是以為刺。」《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詾。」

《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162除了為數不多的自作

詩以諫之外，更多的是獻詩，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述：「自王

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163所謂「瞽為詩」，孔穎達疏云：「詩者，民

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瞽人為歌以風刺，非瞽人自為詩。」至於「工

誦箴諫」，孔穎達疏云：「詩辭自是箴諫。」164箴體有韻語者，是廣

義的詩，則箴諫其中有些就是「詩諫」。又《國語‧周語》也記載：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

矇誦……。」165以及《國語‧晉語》亦稱：「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

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166

這些獻詩、獻曲、誦箴以諫，都是「詩諫」，而且有時必須合樂。 

先秦時期的「詩諫」，假如從明確的個人行為來看，引詩以諫，晏

子可為代表。作詩以諫，則屈原可為代表。春秋時期，晏子事齊景公，

非常善諫。劉向校定《晏子》，在〈敘錄〉中稱云：「其書六篇，皆忠

 
161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五，頁 795。 
162 三篇詩分別參見《詩經注疏》，《魏風‧葛屨》，卷五之三，頁 206-207；

《小雅‧節南山》，卷十二之一，頁 393-397；《小雅‧何人斯》，卷十二

之三，頁 425-428。 
163 同前註，卷三二，頁 562-563。 
164 同前註，頁 563。 
165 《國語》，卷一，頁 9-10。 
166 同前註，卷一二，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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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167我們現在所見《晏子》一書，後人

各據所聞輯錄，雖出於傳說，卻非向壁虛造。內篇第一卷、第二卷共五

十篇，記載晏子諷諫齊莊公、景公的事蹟，大部分引詩以諫，多出自《三

百篇》，小部分自作歌以諫。168至於屈原之作〈離騷〉，王逸〈離騷經

序〉述及屈原「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169屈騷

諷諫之意，已是學界所熟識，毋庸詳述。 

「諫諍」未必以詩，但「詩諫」卻是士人階層很重要的「詩式社會

文化行為」。然則，這一行為模式如何形成而演為傳統？從政治制度而

言，秦代始設「諫大夫」，專職諫諍朝政之得失，「諫諍」至此制度化。

漢武帝沿用，設「諫大夫」。東漢光武帝改為「諫議大夫」。170隋唐仍

之，另設拾遺、補闕，專掌諫議得失。171然則，不擔任此一專職的一般

士人如何得諫？《白虎通》明載：「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

故不得諫也……大夫進諫，士傳民語。」172那麼，士人欲盡其忠，又如

何諷朝政之失，諫君王之過？這就得回顧秦漢代之前的狀況，從前文所

引文獻，可知周代沒有專設「諫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

者，這幾乎就是全民的公共事務；不過，風謠雖產生於民間，是群體感

物緣事而自然歌詠，非一人之作；由於可觀民風，故采而獻之於王朝；

 
167 漢‧劉向（西元前 77-6），〈晏子敘錄〉，參見清‧嚴可均（1762-1843），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82），冊一，《全

漢文》，卷三七。 
168 鄒太華輯注，《晏子逸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自作詩以諫，

例如《晏子逸箋‧內篇‧諫下》第二卷記載：齊景公使國人起大臺。歲寒

不已，凍餒者很多。晏子作歌以諫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

之何！」頁 95。 
169 《楚辭補注》，卷一，頁 10-11。 
170 《續漢志‧百官志》「諫議大夫」條，王先謙集解引惠棟曰：「秦置諫大

夫，屬郎中令……掌論議，漢初不置，至武帝，始因秦置之……光武增議

字為諫議大夫。」參見南朝梁‧劉昭注補，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

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6），冊二，頁 1341。 
171 《唐書‧百官志》，參見宋‧歐陽修（1007-1072），《唐書》（臺北：藝

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1956），冊一，卷四七，頁 553-554。 
172 漢‧班固著，清‧陳立注，《白虎通疏證》，卷五，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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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上引《左傳》所謂「庶人謗」，《國語》所謂「風聽臚言於市、辨祅

祥於謠、問謗譽於路」都指出百姓對王朝美善刺惡的「輿論」，並非直

接面陳於天子的「諷諫」；如此則百姓只是經由采風獻詩，間接參與諷

諫，故孔穎達疏云：「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

在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173

士人與平民同樣不得直接進諫，依《白虎通》所述，士人如果不自作詩

以諫，就只能「傳民語」，也就是「獻詩以諫」了。這是值得關注的「諷

諫文化」現象，先秦時期，以禮樂所建立的周文化，「君」以「德」立

位，一旦失德，公卿大夫、士人以至庶民，皆可「諷諫」之，差別只在

於管道及方式而已；故「諷諫」不只是官制內的專職，而是政教上一種

普遍的「諷諫文化」，形成常態的「社會情境」。 

因此，對於士人而言，「詩諫」的行為，所因承的不是官制，而是

普遍的「諷諫文化」傳統。這個「詩諫」的傳統如何形成？首先就得綰

合上述先秦時期從獻詩、引詩以諫到自作詩以諫的歷史過程來看。自作

詩以諫，當以屈原為典型，而「騷」亦是廣義的「詩」。接著還得綰合

漢代詩、騷的箋注來看；漢代詩、騷箋注，依藉經典詮釋，顯題化的全

面建構「詩諫」的行為模式，屈騷固然被漢人明白指認寫作目的是「諷

諫」，並以此觀點箋注屈騷；而《詩經》三百篇，毛詩的《小序》全以

「美善刺惡」詮釋詩旨，幾乎就等於「諫書」。以詩為諫，美刺時政世

風的「詩諫文化」，至此完全建立，而演為傳統，並且形成士人階層牢

固的意識形態；漢魏以降，歷代士人或隱或顯的將這一「詩諫」的文化

意識形態投射到詩的創作與批評，而構成一種共處的「諷諫社會情境」，

每有「諷諫」之作，例如漢代韋孟（生卒年不詳）、賈誼（西元前200-168）、

枚乘（生卒年不詳）、司馬相如（西元前179-117）、東方朔（西元前

154-93）、揚雄（西元前53-西元18）、張衡（78-139）等；魏晉六朝王

粲（177-217）、曹植（192-232）、阮籍（210-263）、劉琨（270-318）、

 
173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二，頁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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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276-324）、鮑照（約415-466）、庾信（513-581）等；唐代陳子

昂（661-702）、張九齡（678-740）、李白（701-762）、杜甫（712-770）、

元稹（779-831）、白居易（772-846）、元結（723-772）、劉禹錫（772-842）、

張籍（776-830）、杜牧（803-852）、李商隱（813-858）等，他們詩多

少皆有「諷諫」之作。 

我們更要揭顯的是，以詩諷諫，雖然不一定都依著套式的禮儀進

行；但是士人階層以「詩」做為諷諭時政美惡的符號形式，卻必然在倫

理關係所構成的「社會情境」中進行，不可能肆意為之；並且多以「比

興託喻」表現之，「隱微委婉」以「諷諫」，這是以「和」為根本精神，

而以「禮」為意義價值的規範。 

綜合前述，我們可以這樣斷言，士人階層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

所處「教化社會情境」與「諷諫社會情境」，彼此形成上下階層雙向互

動的結構性關係，而形成文化傳統。同時，這二者都與「和文化情境」

以及詩、禮、樂文化情境形成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 

（二）什麼是「通感社會情境」與「交接社會情境」？二者彼此 
有何同一層次而不同面向的結構性關係？與上述二層次的 
四種「文化情境」有何上下層次的結構性關係？ 

「通感」與「交接」乃是士人階層在社會日常生活場所，所共同建

構的「社會情境」；由「個體意識」所投射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

都在這一「社會情境」中實踐。「通感」是士人心靈情感藉「詩」彼此

交通，乃精神面向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交接」則是士人現實利

益藉「詩」彼此施予與接受，乃功利面向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這

二種行為都在士人階層所共構的「通感」與「交接」的社會情境中進行，

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兩種「社會情境」合在一起詮釋論證。 

「通感」一向是士人階層「詩用」之最主要的行為意向，都是士

人階層發生於個體與個體日常生活場所的心靈情感互動行為，隨感而

以詩贈答，乃形成一種普遍共在的「社會情境」。因此，古代這類「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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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酬答」之「詩式社會文化行為」乃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酬

贈詩」或稱「贈答詩」也佔去每個詩人相當多數的作品。這類「通感」

之作，往往在詩題就作了明示，「贈某某」，例如秦嘉（生卒年不詳）

〈贈婦詩〉；174「寄某某」，例如李商隱〈寄令狐郎中〉；175「示某

某」，例如陶淵明（365-427）〈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176「簡

某某」，例如杜甫〈君不見簡蘇徯〉；177「貽某某」，例如杜甫〈貽

阮隱居〉。178有贈、寄、示、簡、貽；相對的，就有「答某某」，例

如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179「酬某某」，例如白居易〈酬張

太祝晚秋臥病見寄〉；180「和某某」，例如蘇軾（1037-1101）〈和劉

道原見寄〉。181 

《說文》云：「感，動人心也。」在本論文中，所謂「感」指的是：

用詩者以「詩式語言」傳達情意而感動對方之心。《說文》云：「通，

達也。」通，也有明曉之義。在本論文中，所謂「通」指的是：由於雙

方彼此以「詩式語言」傳達情意，感動而會通其心；故「感通」也是「社

會互動」的行為，若以「詩式語言」為媒介，即是「詩式社會文化行為」，

它是中國古代士人階層最為普行的一種「詩用」模式。 

 
174 參見南朝齊‧徐陵（507-583）《玉臺新詠》（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

卷一。 
175 唐‧李商隱著，清‧馮浩（1719-1801）注，《玉谿生詩集箋注》（臺北：

里仁書局，1981），卷一，頁 224。 
176 晉‧陶淵明（365-427）著，龔斌注，《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

2007），卷二，頁 102。 
177 唐‧杜甫著，清‧楊倫（1747-1803）注，《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

2007），卷十六，頁 790。 
178 同前註，卷五，頁 228。 
179 唐‧李白著，瞿蛻園（1894-1973）等校注，《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

書局，1981），冊二，卷十九，頁 1137。 
180 唐‧白居易著，《白居易集》（臺北：里仁書局，1971），冊一，卷十九，

頁 174。 
181 宋‧蘇軾（1037-1101）著，清‧王文誥、馮應榴注，《蘇軾詩集》（臺北：

學海書局，1983），卷七，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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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會群居生活之所以可能，文化創造之所以可能，完全由於人

性本具「能感」之心。因此，中國古代詩歌之創造，起始就是出於「感

物而動、緣事而發」；感物、緣事就是「興」；興者，起情也；故「興」

有中國詩歌本質論之義。182《禮記‧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183班固《漢書‧

藝文志‧詩賦略論》對於大夫之所以「登高能賦」的原因，提出「感物

造耑」之說。184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論詩的創生之因，云：「人稟

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85鍾嶸（468-518）〈詩品序〉

也如是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186詩歌

創生的因素，內則人性之「能感」，外則應物之「所感」。前文論及，

「物」兼指自然物色與社會事象，故「感物」也可以說為「緣事」，班

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云：「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

樂，緣事而發。」187因此，中國古代詩歌從一創生開始，其本質及相應

之功能，就定位在「言志」，《尚書‧舜典》云：「詩言志。」而〈詩

大序〉亦云：「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188及至陸機

（261-303）〈文賦〉而有「詩緣情而綺靡」之說。189「言志」與「緣情」

遂成為中國古代詩歌之起源論與本質論、功能論，兩種主流性的觀念，

而相沿為傳統。 

情、志內在於人心，隱而不顯，動而非靜。雖說「言為心聲」，然

而「心之所之」的情志，實非言語所能盡達，故立象以示意，「比興」

 
182 徐復觀，〈釋詩的比興―重新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收入徐復觀，

《中國文學論集》（臺中：民主評論社，1966），頁 95-104。 
183 《禮記注疏》，卷三七，頁 662。 
184 《漢書補注》，冊二，卷三十，頁 902。 
185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頁 83。 
186 南朝梁‧鍾嶸（468-518）著，曹旭箋注，《詩品箋注》（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2009），頁 1。 
187 《漢書補注》，冊二，卷三十，頁 903。 
188 《詩經注疏》，卷一之一，頁 13。 
189 〈文賦〉，參見晉‧陸機（261-303）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一，頁 22。 



東華漢學‧第34期‧2021年12月 

 

58

乃成為詩歌主要的符號形式。詩之創作，出於人心之「能感」；而詩之

閱讀，也是出於人心之「能感」，因興象以會意。而人之社會群居生活，

克服孤獨之道，惟在「彼此通感」。通感之道，惟在因詩興象而托意。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所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

相感。」190「微言相感」即是「以隱微的詩性語言，彼此通感」。其說

雖特指「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而「以微言相感」；但是，「微言相

感」其實可擴大為古代士人階層普遍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因此「通

感」乃成為士人階層最主要的「詩用」類型之一，而形塑為一種共在的

「社會情境」。 

「交接」也是士人階層「詩用」之最主要行為意向，而且最普泛

而雜多，除了特定的教化、諷諫以及心靈通感的互動關係之外，其餘

所有身接形觸，意圖所及的「社交活動」都包涵在內。交接者，交往

接觸。《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所謂「交接鄰國」，特指國與國

之間的「外交」活動。若就社會個體與個體的關係而言，「交接」其

實是古代士人階層日常普泛的「社會互動行為」。這一類社交行為必

須經由養成教育，以建立其正常的規矩，故《禮記‧樂記》云：「射

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191「射」是射箭，古代士人階層所必習的

六藝之一，鄉里或邦國都會舉行競賽，故《儀禮》載有「鄉射」與「大

射」之禮。而「飲酒」也是人際用以表達親切及敬重的方式，《儀禮》

記載古代大夫、諸侯經常舉辦「鄉飲酒禮」、「燕禮」，以酒食宴饗

年長或賢能之士。192 

這兩種「禮」都是五禮中的「嘉禮」，193舉辦的用意是「正交接」，

「交接」即是人際之「社交」；「正交接」，就是養成正常的社交行為

 
190 《漢書補注》，冊二，卷三十，頁 902。 
191 《禮記注疏》，卷三七，頁 667。 
192 《儀禮注疏》，〈鄉射禮〉參見卷十一、十二、十三；〈大射禮〉參見卷

十六、十七、十八；〈鄉飲酒禮〉參見卷八、九、十；〈燕禮〉參見卷十

四、十五。 
193 吉、凶、軍、賓、嘉五禮，參見《周禮注疏》，卷十八，〈春官‧大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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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知所節度。正常的「社交」行為規矩是避免人際衝突，使得社會

秩序得以致「和」之道；而「社交」行為要能正常，必有禮儀規範之，

須經由教養而習成，故古代列為「嘉禮」，是為「社會教育」之要目。

當然，人際之「交接」名目總雜，不僅「射」與「飲酒」二項，從日常

生活而言，「交接」是最為頻繁的「社會互動行為」，也就是最普泛的

「社會情境」。 

在這一情境中，士人階層往往明顯表現其「常民性」的一面，雖為

知識分子，猶不能免俗，例如從「施予」一端而言，舉凡過訪、餽贈、

邀約、示愛、慶弔、干謁、期應、戲謔、責備、嘲諷、勸戒等，都是「交

接」的社會互動行為，例如唐代白居易〈病中逢秋招客夜飲〉及〈自城

東至，以詩代書，戲招李六拾遺、崔二十六先輩〉、194朱慶餘（生卒年

不詳）〈近試上張籍水部〉、195孟浩然〈望洞庭湖上張丞相〉、196李白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197蘇軾〈送筍芍藥與公擇〉、198黃庭堅（1045-1105）

〈乞鍾乳於曾公袞〉199等；從「接受」一端而言，所有相對「施予」行

為而所作酬、答、謝等，也都是「交接」的社會互動行為，例如張籍〈酬

朱慶餘〉、200白居易〈病中答招飲者〉、201蘇軾〈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

次韻為謝〉。202古代士人階層經常處於這種總雜的「交接社會情境」之

中，而「詩」是他們所普遍採取的符號形式，實為「詩用」之大類。 

綜合言之，「通感」與「交接」兩種「社會情境」，都是以「和文

化情境」為根本，而以「禮文化情境」為意義價值規範，形成上下層次

 
「以嘉禮親萬民。」賓射之禮、饗燕之禮皆在嘉禮之內，頁 277-278。。 

194 《白居易集》，冊一，卷八，頁 158；卷十三，頁 254。 
195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冊八，頁 5892。 
196 李景白，《孟浩然詩集校注》，卷三，頁 272。 
197 瞿蛻園等，《李白集校注》，卷二三，頁 1353。 
198 《蘇軾詩集》，冊上，卷十六，頁 817。 
199 宋‧黃庭堅（1045-1105）著、任淵（約 1090-1164）等注，劉尚榮校點，

《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冊二，卷二十，頁 711。 
200 《全唐詩》，冊六，卷三八六，頁 4362。 
201 《白居易集》，冊一，卷十五，頁 311。 
202 《蘇軾詩集》，冊下，卷二八，頁 1482。 



東華漢學‧第34期‧2021年12月 

 

60

的結構性關係。而這兩者之間，一為精神面向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

一為功利面向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形成同一層次而一體兩面之社

會情境的結構性關係。 

總結而言，教化、諷諫、通感、交接四種並時性當下的「社會情境」

與前述上、中層次的四種歷時性傳統的「文化情境」，有何結構性的關

係？我們的回答是：這四種「社會情境」受到上述兩層四種文化情境的

制約，必然以「和」為教化、諷諫、通感、交接之社會行為的「理想圖

像」；而以「禮文化」的「倫理分位」以及「詩文化」的「符號形式」

規範其「互動」的言行。而「樂文化情境」在漢代之後，由於詩樂分離，

而文人創作興起；「樂文化情境」就轉變為語言「聲感」的講求，總以

「中和」的「正音」為理想。那麼，這四種「社會情境」之間存在什麼

結構性關係？我們的回答是：這四種社會情境乃是古代士人階層在現實

世界中，其文化生命存在兼合「集體」與「個體」為一身的「總體情境」。

在「特殊事件」的當下，進行「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做為行為者自覺、

感知以進行「情境定義」時，這四種「社會情境」並列為「取類」以選

擇「角色定位」的參照系。 

接著推演而下，我們就針對「事件情境」提出第四組系列性問題。 

六、什麼是「事件情境」？與上述上中下三層「常態情境」 
有何結構性的關係？ 

什麼是特殊的「事件情境」，即其實質涵義是什麼？它與上述上中

下三層士人們共在的「常態情境」有何結構性的關係？ 

「事件情境」是單次性的「特殊情境」，與士人階層所共處的幾種

「常態情境」有別。所謂特殊的「事件情境」，前文已略做簡要的定義；

「事件」為單次發生，隨著「互動行為」之雙方所抱持的立場、動機、

目的而有不同的「情境定義」。前文論及，在「特殊事件」的當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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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常態共處的教化、諷諫、感通、交接四種「社

會情境」，可做為行為者自覺、感知以進行「情境定義」時，「取類」

而選擇「角色定位」的參照系。所謂「取類」而選擇「角色定位」，是

指雙方彼此互動，「施予」一方必須參照那四種「社會情境」，自覺的

選取其中一種而做好「情境定義」，才能適當擇取自己的「角色定位」，

而明確的掌握賦詩所欲傳達的「本意」是什麼；相對的，「接受」一方

也必須參照那四種「社會情境」，自覺的選取其中一種而做好「情境定

義」，才能明確的掌握對方賦詩所欲傳達的「本意」是什麼，而擇取自

己的「角色定位」，並給予對方適當的回應。 

這種特殊的「事件情境」，我們可以舉例言之，前文提到孟浩然〈望

洞庭湖上張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

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這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件」，其「情境」是孟浩然以詩干謁張丞相，

「期求」他能援引提拔自己。張丞相應該是張說（663-730），唐玄宗開

元四年左右，因與姚崇（650-721）不合，罷中書令，累徙岳州刺史。洞

庭湖在岳州，孟浩然隱居襄陽，其實頗有應舉用世之心。這首詩應該是

此時謁見張說之作，203以「望洞庭湖」做為「比興」意象，寓托期待張

丞相援引之意。這就是孟浩然呈詩給張丞相所身處的「事件情境」，他

對這情境的定義，乃是認知到唐代士子「干謁」成風，只要不違「禮文

化情境」的規範，則自己這一行為並非有虧道德的惡事，同時也感知到

張丞相能欣賞他的才學；但是，「干謁」畢竟非屬榮耀，自己的社會地

位與張丞相也不對等，因此難以直言，遂取詩比興的文化傳統，藉「望

洞庭湖」以托意。這當然是在上述「交接社會情境」中，所發生的「詩

式社會文化行為」，而構成一次「事件」。在這次「事件」，上述就是

 
203 李景白，《孟浩然詩集校注》，參見〈前言〉，頁 1，又卷三，頁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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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所做的「情境定義」。至於張說也處在這「事件情境」之中，他

如何感知而定義？又如何回應？因為史料缺乏，故不可考知。 

這種特殊的「事件情境」其實不離「常態情境」，故都以士人階層

共在的「常態情境」為基礎，而由雙方行為者彼此選擇「常態」與「特

殊」兩層情境的「和諧」或「衝突」。所謂「特殊情境」以「常態情境」

為基礎，主要是：一「和文化情境」的「理想圖像」；二「禮文化情境」

的「倫理分位」；三「詩文化情境」的「符號形式」；四則比較複雜，

選擇「教化社會情境」或「諷諫社會情境」或「通感社會情境」或「交

接社會情境」的「角色定位」。就在這四種基礎上，個人面臨一次性「事

件」的互動行為，經由「現場」所感知的「特殊情境」，而依其立場、

動機、目的，進行社會互動的「實踐」。就以孟浩然這次以詩干謁張丞

相為例，他從「交接社會情境」，就可以清楚的將自己這次行為所扮演

的「角色」，定位為「期求」尊長能援引拔擢的「干謁者」。這樣的干

謁行為，當然必須以「和」的情境做為「理想圖像」，即使「干謁」最

終無法實現，也不能傷害彼此的「和諧」。而在「禮文化情境」的制約

下，孟浩然當然認知到自己與張丞相之間，長幼尊卑的「倫理分位」，

以什麼樣的「態度」表現，才最得體。而在這二個前提性的基礎上，他

從「詩文化情境」也就體察到以「微言相感」的「比興」寄托，最為適

當。個人實踐的特殊「事件情境」，孟浩然選擇以常態的文化情境或社

會情境為基礎，而形成彼此和諧依存的結構性關係。 

七、結論 

經由前文的分析性詮釋與各單元的綜合，我們可以總結中國古代士

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上層「和文化情境」；

中層「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境」、「詩文化情境」；下層「教化

社會情境」、「諷諫社會情境」、「通感社會情境」、「交接社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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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層「常態情境」，縱貫的形成上下層層制約的結構性關係；亦即「和

文化情境」制約「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境」與「詩文化情境」；

而「和文化情境」下貫「禮文化情境」、「樂文化情境」與「詩文化情

境」，雙重制約「教化社會情境」、「諷諫社會情境」、「通感社會情

境」與「交接社會情境」。中層三個面向的情境，「禮」、「樂」與「詩」

乃橫向的形成並生共在，彼此支援的結構性關係；下層教化、諷諫、通

感、交接四個面向的情境，則橫向並列，在「社會互動行為」之「角色

定位」時，做為「取類」參照系的結構性關係。 

這三層「常態情境」的結構性關係，乃形成古代士人階層之生命存

在的「總體社會文化情境」，沒有任何一個士人能脫離此一「總體社會

文化情境」，而遺世獨立的實現他的存在意義價值，當然包括所有的文

學活動，創作、批評與應用。其中，一切當下性、特殊性「事件情境」

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都必然在這三層「常態情境」的制約之下，

才能切實的進行而獲致效果。因此，中國古代士人與「詩」相關的一切

活動，根本沒有「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的創作與批評；

「詩」從來無法脫離古代士人階層貼切於社會文化的人生而能被生產出

來。魯迅一輩所謂「文學自覺」、「文學獨立」，完全是遠離中國古代

士人階層生命存在的歷史情境，所做「癡人說夢式」的虛無空想。 

最後，我們必須斷然指出，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的創作與批評所

身處的「世界」，絕非西方文藝心理學在理論上所說，一個沒有民族歷

史文化性與區域社會性的實質內容，而純粹只是背離實用、虛作直覺審

美想像的心理世界。那是理論上抽象概念的「世界」，不可能在任何一

個民族國家的詩創作與批評活動中具體的「實踐」出來；因為所有文學

家都存在、生活於他們特殊的民族文化社會世界中，接受傳統，同時貼

切於當代的生活經驗去感思、想像，從而進行創作及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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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of Practical Situation in “Poetry as a 
Sociocultural Act” among the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 Stratum 
 

Kun-Yang Yen∗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has been based on a biased perspective borrowed 
and appropriated from the Western concept of “pur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while reflecting and critiquing on this biased standpoint, would suggest and 
turn to a novel perspective of “poetic pragmatics” and reveal a “world” of 
“poetry as a sociocultural act” among the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Rarely did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mpose “poetry for poetry’s sake;” 
for them, the idea and production of “pure literature” did not exist. Poetry 
itself is always a unique “linguistic form” of an interactive act between 
society and culture; therefore, “how to put poetry into use,” rather than 
merely being “purely aesthetic” by “deviating from pragmatism,” would 
serve as their main intention and purpose to create poetry. 

In addition, this “world” of “poetry as a sociocultural act”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is by no means a mental world without substantial contents of 
ethnic culture and history as well as regional sociality, or one that simply 
deviates from pragmatism and engages in illusory imagination of instinctive 
aesthetics, as often indicated in literary psychology theory of the West. On 
the contrary, filled with ethnic historic-cultural quality and regional sociality, 
this “world”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s really a 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practical situation.” 

 
∗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 71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struct such a “world” of a 
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practical situation” with ample textual analysis. 
Highly complicated as the entire system of such “world” may seem, it has 
been carefully examined and thoroughly demonstrat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intellectual stratum, poetry as a sociocultural act, structure of 
practical situation, generic situation, particular situation 


